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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田此等陸地生態系統中的汞生地化循環為近年來極受矚目的課題，主要在於過去被認為

可予以忽略的此甲基汞暴露途徑目前已證實需重新評估其可能性與重要性。雖然現階段對於

甲基汞在稻作內的傳輸機制面上的理解陸續已有新的進展，但這方面的探討多只局限於礦區

周圍的農地，對於幾個主要的汞排放源如焚化爐及燃煤電廠周圍的水稻田狀況所知有限。除

此之外，無機汞於水稻田根系環境中的生物可利用性以及孔隙水內甲基汞的化學組成如何影

響稻作對其的吸收累積仍不明瞭。本計畫的研究結果對於這些學術問題的回答以及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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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成果中文摘要(簡要版) 

 

汞由於其獨特的化性，已被認定為全球性的污染物。目前已知釋放至環境中

的汞，主要是人為活動所產生，由以焚化廠及燃煤發電廠的貢獻量為最大。氧化

態的無機汞因其大氣停留時間相對短暫，被排放後將因沉降作用回到地表，並有

機會被環境中的厭氧菌轉化成為毒性更強的甲基汞，之後再經由食物鏈的放大效

應而對環境生態與人類健康造成威脅。以往的觀念中，甲基汞所帶來的毒害問題

幾乎都是經由對魚蝦貝類的攝食而造成；然而，近期的文獻顯示，高濃度的甲基

汞已從生長在離汞排放源相近之田地中的稻米被檢測出來，暗示著除了水相生態

系統外，陸地生態系統中的食物也可能成為甲基汞的攝食途徑。由於稻米是台灣

也是許多亞洲地區人民的主食，雖然藏於米粒內的汞濃度或許不高，但若以長期

攝取的總量觀點來看，其對健康所帶來的影響值得關注。基於此，對於水稻田為

何易成為甲基汞生成的環境，環境生物地化的作用與循環機制如何涉入其過程，

以及排放源對於甲基汞在近區稻米的累積效應需進一步的調查研究。 

本研究選用四處北投焚化廠周圍的水稻田進行採樣分析。所採集的樣品包含

覆蓋於田地的表水、表土 (0-2 公分) 以及根系周圍的土壤。分析的項目除了總汞

與甲基汞外，也涵蓋可能會影響無機汞在現地生物可得性分佈的地質化學參數，

如土壤的有機質與鐵含量，以及孔隙水中的硫化物與鐵的含量。總汞和甲基汞的

分析結果指出，北投焚化爐周圍水稻田的土壤及孔隙水，以及栽種在此區的稻米，

其內的總汞與甲基汞含量皆與一般環境或農地的背景值相近，皆無超過法規所定

的環境與食米標準，除顯示此區未受汞污染外，也間接代表焚化爐內運轉的空污

防治措施可有效管控汞的排放，因其所排出之煙道氣體並未造成此區農地顯著的

汞累積。根據現地地質化學與微生物族群的分析可知：(1)孔隙水中的甲基汞與無

機汞濃度呈現顯著正相關，(2)硫與鐵的循環所造成的孔隙水化學造成此根系環境

中無機汞的生物有效性偏高，(3)硫酸鹽還原菌極有可能是此區域最主要的汞甲基

化微生物族群，而這些因素加總起來某種程度上暗示，若此區的總汞濃度增加，

其根系土壤環境仍有可能具有促進甲基汞生成與累積的潛力。藉由不同形式的配

位基的添加而改變甲基汞的孔隙水化學組成，測試結果顯示甲基汞的錯和化學將

會造成稻作不同程度的甲基汞攝取與累積量，然此部分的機制原理仍需進一步的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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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 inventories of mercury (Hg) emissions show that coal combustion and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emissions. Aside from intake 

of fish that has long been considered as the primary route for human and wildlife 

exposure to methylmercury (MeHg), recent studies have reported high levels of MeHg 

in the seed of rice grown in the vicinity of anthropogenic Hg emission sources, 

suggesting that ingestion of rice may be another important human exposure to MeHg. 

As a result, it is important to conduct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is exposure pathway 

by examining why rice paddies are conductive for Hg methylation, and also how 

additional inputs of Hg resulted from the combustion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MSW) 

may lead to the potential uptake and accumulation of Hg and MeHg in rice plants. 

Four paddy sites were chosen within the agricultural land in the vicinity of the 

Beitou MSW incinerator. During the sampling trips, topsoil, surface water and roo-soil 

cores were collected using ultra-clean sampling techniques in order to measure Hg 

levels in the parts-per-trillion range. Great care was also taken in laboratory processing 

to minimize external contamination. In addition to Hg and MeHg analysis, ancillary 

geochemical and microbiological parameters including pore water/sediment sulfide and 

iron con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to probe potential factors that may control the 

bioavailability of inorganic Hg and the dominant Hg-methylating microbial species. 

Results show that concentrations of total Hg and MeHg in roo-soil, porewater as well as 

rice grains collected from 4 rice paddy sites were in the range of background levels 

reported from other researchers and below the regulations for soil and edible rice, 

suggesting that this agricultural area near the Beitou incinerator is not polluted by Hg 

and the air control device employed in the incinerator has been efficient for control Hg 

emission. Geochemical and microbial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sulfate-reducing bacteria 

might be the principal anaerobic microbes for in situ MeHg formation in this root-soil 

area. In addition, geochemical conditions showed potential to enhance Hg methylation 

if elevated Hg inputs occurred. Data from MeHg chemical speciation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complexation between MeHg and ligands might influence uptake of MeHg 

in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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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本報告共分為四個章節，分別為計畫緣起與目的、研究方法與過程、主要發

現與成果，以及結論與建議，其各章節的架構與內涵簡述如下。 

壹、 計畫緣起與目的：此章節藉由對相關文獻的回顧與整理導引出此計畫之

研究動機及目的。 

貳、 研究方法與過程：此章節紀錄研究所用之方法與流程，涵蓋採樣場址與

採樣時期的選擇及決定、現場採樣方法、樣品運送及保存之方法﹐樣品

於實驗室的處理流程，各參數的分析方法，以及微生物甲基化汞的縮模

試驗和稻作植栽試驗的架設等。 

參、 主要發現與成果：此章節除將本專案中的各執行項目所得之數據整理呈

現外，也對其相關因素與機制進行探討。 

肆、 結論與建議：此章節綜合本計畫之成果說明結論，並就可能的後續執行

工作項目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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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成果摘要(詳細版) 

 

前言 

汞(Hg)是毒性最強的微量元素之一，已被國際公認為全球性的污染物。當其存

在於環境和食品中時，對人類和野生動物將構成莫大威脅。由目前汞的排放源統

計資料可知，釋放至環境中的汞主要是因人為活動所引起，且大多來自一些燃燒

設備的運轉，包括都市固體廢棄物、污泥、醫院危害性廢棄物焚燒爐、工業製造

工廠以及化石燃料的燃燒利用等。值得注意的是，這當中煤的燃燒使用和固體廢

棄物的焚燒佔全部總排放量的一半以上。 

汞自污染源排出後主要是以無機物的形式存在，其型態可分為(1)化性較為遲

鈍的氣態元素汞(GEM 或 Hg
0
)；(2)由二價汞所構成反應性相對為高的活性氣態汞

(RGM)化合物；以及(3)與大氣中懸浮顆粒吸附或鍵結的汞(Hgp)，此種型態的汞包

含元素汞及二價汞物種。汞被釋出後，GEM由於在大氣的帄均停留時間約莫一年，

故可漂流至離污染源極遠的地方，甚至遍及全球，因此可能影響一般被視為偏僻

且原始的地區。相較之下，RGM 和 Hgp在大氣中的滯留時間偏短(約莫幾分、幾時

到幾天)，排放後於短時間內可藉由乾式或濕式沉降的方式被帶回地表環境中。由

此可知，當土壤表面特別是農業用土的植被位在燃燒設備的周圍時，除了其他潛

在的汞來源外，極有可能額外獲得來自燃燒設備所排放出來的汞。 

汞沉降至地表後，此時毒性相對較低的無機汞可能會因現地厭氧微生物的作

用將之轉換成毒性較高的單甲基汞(MeHg)。甲基汞為一種強烈神經毒素，且在水

相生態系統的食物網內極易產生生物累積與生物放大的效應，因此是所有汞化合

物中最被關注的汞物種。然而，真正決定甲基汞在食物鏈中累積的因素並非此水

相生態系統中的總汞濃度，而是當系統中的所有物理、化學、生物參數構成某種

有利於當中的厭氧微生物進行甲基化作用時的環境條件最為關鍵。在不同的生態

系統中，濕地由於具有來自腐敗植物所供給的豐富有機質和長期被水淹蓋而呈現

厭氧環境的特性，已被視為是汞甲基化的高潛勢場址。而稻米在生長季節期間，

因多數時間其環境皆被水掩蓋著，故從生態的角度來看，水稻田其實就屬於溼地

場址。也因為如此，水稻田(尤其是低勢地區的稻田)已被認為是汞甲基化的「熱點」

(hotspots)場址。事實上，除了攝食魚肉(特別是大型肉食性魚類)和海鮮已被認為是

人類和野生動物接觸甲基汞的主要途徑外，近期的研究調查指出在人為汞排放源

附近的稻米其植物體內也具有高甲基汞含量，暗示著攝食稻米很可能成為另一種

重要的甲基汞暴露途徑。由於稻米是台灣也是許多亞洲地區人民的主食，雖然藏

於米粒內的汞濃度或許不高，但若以長期攝取的總量觀點來看，對消費者及其後

代健康所帶來的影響為何值得關注。基於此，對於鄰近焚化爐的水稻田土壤及作

物中的汞含量變化，此農業生態系統為何易成為甲基汞生成與累積的環境，以及

當中的生物地質化學的運種機制為何，實有需要進一步的調查與研究。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汞排放源周圍的稻田土壤與作物內，可能調控甲基汞生

成與累積的生地化機制為何。計畫選擇鄰近北投焚化爐的稻田做為研究場址，除

藉由現場採樣與實驗室的量測，了解場址內土壤與稻作中總汞與甲基汞的含量變

化外，並搭配縮模試驗釐清水稻田裡主要促成甲基汞生成與累積的地質化學與微

物因素為何。具體的目標包括：(1)調查場址內汞與甲基汞濃度的空間與時間分布



 

 

IX 

變化，以及會影響現地稻田土壤與孔隙水中汞甲基化的相關微生物和地質參數因

子；(2)分析甲基汞的化學組成對稻作攝取與累積甲基汞的影響。 

 

研究方法 

北投垃圾焚化爐位於北投區洲美街，接近基隆河和淡水河的交匯地區(即基隆

河下游區段)，周圍被農業用地所圍繞，其灌溉水源可分別從五分港溪(焚化爐東邊；

主要來源)、磺港溪(焚化爐北邊)以及雙溪(焚化爐南邊)所引來。本研究四個農地選

在位於焚化爐煙囪的下風處，希望可探討因順風帶來的焚化廢氣對稻田的影響，

但同時也希望與外圍道路保有一定的距離，以盡量減少道路廢氣所帶來的影響。

四農地彼此間的距離相當接近(約為 1~2公里)，其經緯度分別為 121309/25620; 

1213048/2561; 1213020/25630; 1213016/25643。 

為了可量測到濃度在 ppt 範圍的汞背景值，以及為了避免對樣品引進外來污染，

採樣時嚴格遵守「超淨」(ultra-clean)採樣技術，且所用的器皿若無特別說明，皆

事先做三段式清洗：先隔夜鹼洗(浸於 1 N NaOH且 70C下)-以 18.2 M超純水潤

洗-隔夜酸洗(1 N HCl)-以超純水潤洗-內壁隔夜浸於超純水-以超純水潤洗且自然風

乾後，置於兩層夾鏈袋保存直到使用。此外，所用的藥劑最起碼為 ACS等級，且

所有的酸液皆為 trace-metal 等級。採樣時間涵蓋稻穗長出前與長出後，同個農地

每次採樣的區域範圍約在 1x1 m
2內。根系土壤樣品以酸洗過的 PVC 塑膠管(約莫

30公分)鑽芯收集，並用橡皮塞封住管柱頭尾端且保持直立以使內部土壤的氧化還

原狀態得以維持。表面水水樣及土樣則使用清洗過的棕色瓶收集。採樣完的樣品

立即置於雙層夾鏈袋內避免外界污染，再置於內裝冰袋的保溫箱裡於 3 小時內送

回實驗室做進一步處理。樣品帶回實驗室後必頇依照分析項目做不同的前處理與

分裝，過程全在厭氧操作箱內進行，步驟如下：將根系土壤樣品從鑽芯管內緩緩

擠出，利用已酸洗過的塑膠刀將上部約莫 5 公分處與下部 1 公分處切除(橡膠塞子

並未經過酸洗，因此靠近橡膠塞處必頇切除)，並將土壤分裝給各不同參數分析所

需用量，而剩餘土壤則利用離心機(10,000 rpm, 25 min, 20C)將孔隙水分離出來，

再利用 0.22 μm針筒濾紙將水樣過濾後分裝給不同地質參數分析所需要量。液態

樣品的部分(包括表面水和孔隙水)，分析汞與甲基汞的樣品經上述方法過濾後分裝

到已酸洗的棕色瓶中，並加入 0.5%(體積比)的濃鹽酸，之後於 4C 下冷藏保存；

分析鐵的樣品則分裝至已酸洗的血清瓶後厭氧冷藏保存；分析硫的樣品則在當天

於厭氧操作箱內分析完畢以防止樣品氧化。固態樣品則分裝至酸洗過的離心管後，

以-80C冷凍保存。以上水樣及土樣保存時皆需兩層夾鏈袋保護以防外界污染。 

土樣與稻米的總汞分析參照 EPA Method 1631 Appendix，以 CVAFS量測：土

樣以濃鹽酸與硝酸常溫消化，但稻米則以濃硫酸與硝酸高溫消化以防止氣泡生成。

水樣則以 EPA Method 1631 進行分析。而甲基汞的分析，固態樣品使用硫酸銅溶液

與溴化鉀/硫酸混合液先將甲基汞自土壤或稻米介質溶出，再溶入二氯甲烷，最後

透過反萃取程序將溶於二氯甲烷中的甲基汞移至水溶液後進行分析；水樣則參考

EPA Method 1630 並利用 CVAFS 偵測濃度。土壤有機質分析參考標準方法中的

Method 2540-E，溶解性有機碳則參考 Method 5310B。水樣硫化物的分析同樣參考

標準方法(Method 4500-S2-D)，而土樣的酸揮發性硫化物(AVS)濃度則主要參照

Allen et al (1993)方法，兩者最後都以波長 662 nm的吸光值定量。鐵的分析方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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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Lovley et al. (1987)的 ferrozine 比色法，以 562 nm吸光值分析濃度。水樣的硫

酸鹽濃度則以離子層析儀分析。 

微生物縮模試驗部分，由於目前已知硫酸鹽還原菌、鐵還原菌以及甲烷生成

菌為自然環境中主要的汞甲基化菌群，因此為探究計畫所選擇的農地其根系土壤

不僅有這幾類菌群的存在，且其是否具有將汞甲基化的能力，將所採得的土壤當

做植種源，針對不同菌群添加特定的電子接受者於已知成份的培養液中進行厭氧

培養，待確定這些菌群的存在後，再根換培養液並於其中加入無機汞以進行甲基

化試驗。此試驗以滅菌土作為控制(對照)組，並分析過濾後的培樣液以決定甲基汞

生成量。 

稻作植栽試驗的部分，文獻雖已指出甲基汞一旦進入植物體後，將隨著植物

的生長，透過營養傳輸使甲基汞最終累積於種子，但究竟是何種形態的甲基汞最

容易進入植體且最後累積於米粒中，目前為止仍缺乏記載與探討。為此，本計畫

亦同時以水耕的方式，藉由操作水中甲基汞的化學組成予以探究。育種前先進行

消毒，之後再置於含有棉花片的培養液栽種。待稻種發芽後開始添加甲基汞以及

不同型態不同濃度的配為基(ligands)，分別有 NaCl: 1 g/L、10 g/L；cysteine: 10 nM、

100 nM；leucine: 10 nM、100 nM；methionine: 10 nM、100 nM；glutathione: 10 nM、

100 nM；humic acid: 10 ppm、100 ppm。稻作栽種兩週半後，乾燥並進行甲基汞含

量分析。 

 

研究結果 

 本計畫的四個農地經五次採樣(/3/22、4/25、5/31、7/16、9/3)分析所得之表土、

根系土以及孔隙水中的總汞(HgT)與甲基汞(MeHg)的濃度皆不超過 600 ng g
-1

 (即

0.6 ppm)，低於法規標準(一般土壤 20 ppm，農地 5 ppm)，也與文獻所記載的未受

污染的土壤汞濃度 10-500 ng g
-1相近，顯示焚化廠的空污防治設備對汞的捕捉效率

近年已顯著進步。此外，汞在土壤的分佈不隨距離焚化爐的遠近而有明顯的趨勢

差異。土壤與孔隙水中的甲基汞濃度與文獻的背景濃度 0.7-3.6 ng g
-1相比，計畫所

測得的土壤甲基汞值偏高。甲基汞佔總汞的比例值也比文獻略高 (本計畫之

2.26-3.60% vs.文獻之 0.19-2.1%)。環境介質中的甲基汞與總汞的比值可約略說明此

系統內的微生物對於汞的利用性或將汞甲基化的能力與程度為何，此數值從同一

農地場址於表土時的最低值、根系土時的中間值到孔隙水的最大值的分佈趨勢可

知，孔隙水是微生物最易生成甲基汞的環境介質，此也證明如要深入探究一生態

系統的甲基汞生成與累積的問題時，分析孔隙水中相關生地化參數的重要性。 

 計畫採樣之農地所收成的米粒經分析後所得之稻米汞含量低於衛生署所定的

0.05 ppm (即 50 ng g
-1

)食米汞含量。總汞的測值與一般未受污染的農地所得之稻米

總汞含量相近，然而甲基汞的含量卻偏高，甚至高於總汞含量。米粒略高的甲基

汞含量推測可能是因「人工合成」作用(artifact formation)所造成。每日因進食稻米

而攝入的甲基汞數量(g kg
-1

 d
-1

)利用以下公式計算求得：甲基汞每日進食率=稻米

內甲基汞含量每日稻米攝取量體重-1
(式中稻米甲基汞的濃度單位為g g

-1
)。若以

一體重 60 kg且每日進食 400 g d
-1稻米量的消費者來看，當採用數值最保守的美國

環保署建議之每日攝食量 0.1 g kg
-1

 d
-1來計算時，所得的米粒甲基汞允許濃度將

為 0.015 g g
-1，亦即 15 ng g

-1。若將稻米甲基汞濃度和土壤甲基汞濃度或孔隙水

甲基汞濃度的關經統計分析後可知，此區的稻米甲基汞含量與這兩者的相關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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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p>0.01)，表示無法單獨以土壤甲基汞濃度或孔隙水甲基汞濃度來預測稻米甲

基汞濃度。 

 根據土壤與稻米的總汞及甲基汞分析結果可知，本計畫位於北投焚化爐周圍

的採樣農地其汞含量屬於一般常見的背景濃度，此資訊可做為未來環境變化時的

基礎參考值。除了調查總汞與甲基汞的分佈外，為了解水稻田生態系統在汞的生

地化循環轉換上所扮演的角色，以進一步探討此類農地的土壤與孔隙水環境是否

具有促進甲基汞生成的潛力，計畫亦同時進行相關的根系環境中的地質化學參數

的量測與分析，尤以硫酸鹽/硫化物、三價鐵/亞鐵、土壤有機質/DOC，以及 pH等

分析最為重要。採樣分析結果顯示此根系區域之(1)孔隙水硫酸鹽/孔隙水硫化物

/AVS濃度皆低，但其(2)土壤不論二價或三價鐵的濃度都略高。若比較孔隙水中的

甲基汞濃度與此些地化參數的相關性，發現孔隙水中的甲基汞含量與亞鐵或硫酸

鹽含量無相關性，反而與孔隙水中的無機汞含量有顯著相關(p<0.01)，某種程度上

呼應根系土內目前無機汞仍屬低量狀態。 

 採樣所得之根系土壤以含有不同最終電子接受者(如硫酸鹽、晶相未定型之水

鐵礦、或高濃度之二氧化碳)之培養液培養數週後，發現不論從土壤顆粒型態的改

變或相關的代謝產物分析結果均顯示各實驗瓶內相對應的微生物的存在。當將無

機汞添加至此些血清瓶進行甲基化實驗後，所得的結果明確顯示焚化爐周圍稻田

根系土壤中主要進行汞甲基化作用的微生物族群為硫酸鹽還原菌，其次為甲烷生

成菌，而鐵還原菌可能因添加鐵礦作為電子接受者而使之後加入的無機汞吸附於

鐵礦使其生物可利用性降低而造成甲基汞的生成不明顯。由於汞在此四農地根系

環境中的 Kd值相近(site-1至 site-4分別為 4.37、4.52、4.77 以及 4.64，與一般文獻

中所記載的總汞 Kd值相似)，如考慮其他地化條件，可知四農地根系土中汞甲基化

作用的程度最終取決於可被微生物利用的汞量(目前的狀態顯示為低汞濃度)，以及

可將汞甲基化的族群數量與活性(目前可看出主要為硫酸鹽還原菌)。 

 雖然文獻上尚缺植物體對於甲基汞吸收機制的探討，但目前已知與無機汞相

比，稻作根部較缺乏對於甲基汞的防範機制，故甲基汞主要是由根部進入稻作植

物體中，而非地上植物體部位，因此根系土壤的孔隙水化學在稻作吸收甲基汞的

作用上是相對關鍵的因素之一。事實上，有學者利用基因工程所建構出可定量進

入細胞內的甲基汞「微生物探針」(a mer-lux bioreporter)的研究結果指出，與無機

汞進入微生物細胞的機制一樣，甲基汞在細胞外的化學組成將主導其被細胞攝入

的難易度。為此，本計畫的稻作植栽試驗即根據此研究結果進行實驗設計，因土

壤栽種不易操作孔隙水中的甲基汞化學組成，且因土壤屬不均質系統較難完全控

制，故採水耕方式進行。初步試驗結果顯示在不考慮稻作生長期間對於營養液是

否會有不同吸收速率的情況下，氯離子濃度越高，植體甲基汞的數量也越高；高

濃度的腐質酸將抑制稻作的甲基汞吸收；cysteine 的添加對於稻作吸收甲基汞無任

何助益；leucine、methionine 以及低濃度的 glutathione 添加則有助於稻作吸收甲基

汞。此結果說明甲基汞的水化學效應值得深入研究。 

 

結論 

 本研究選擇北投焚化廠周圍的水稻田進行採樣分析，分析的項目除總汞與甲

基汞外，也涵蓋可能影響無機汞現地生物可得性的地化參數。分析結果指出焚化

爐周圍的水稻田土壤與孔隙水，及栽種於此區的稻米，其內的總汞與甲基汞含量

皆無超過環境與食米標準，顯示此區除未受汞污染外，也顯示焚化爐的空污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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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效管控汞排放。現地地質化學與微生物族群的分析則暗示若此區的總汞濃度

增加，其根系土壤可能具有生成與累積甲基汞的潛力，且主要的汞甲基化菌群為

硫酸鹽還原菌。最後，植栽試驗顯示改變孔隙水的甲基汞化學組成，將造成稻作

不同程度的甲基汞攝取與累積。 

 

建議事項 

 根據本研究最後所得之結果可歸納出下列幾項建議： 

1. 針對此區水稻田農地於汞的生地化循環轉換上的分析可知，其根系土壤具有高

潛勢的汞甲基化能力，故焚化爐所設之空污控制設備運轉的良善與否雖為關鍵

之一，但以目前的狀態來看，更為重要的應是注意灌溉水中的汞含量，此部分

或有監測的必要。 

2. 負責微生物甲基化汞的基因組已被鑑定並驗證出為值得信任的生物標記工具，

故往後如能將此工具應用在調查工作上，對於判別特定生態系統內甲基汞的生

成潛勢上將更具時效性。 

3. 根據實驗觀察可知孔隙水中的甲基汞錯和作用可影響稻作吸收甲基汞的程度，

其機制除具「被動擴散」的可能性外，根部對於小分子胺基酸的「主動運輸」

機制似乎更為重要。若是如此，針對孔隙水中的小分子有機物的定性與定量或

許將能更明確的預測與掌握甲基汞於稻作的累積程度。此部分的研究需更進一

步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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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計畫由來 

汞(Hg)是一種毒性很強的微量元素，已被國際公認為全球性的污染物。當其存

在於環境和食品中時，對人類和野生動物將構成重大威脅(Mason et al., 1995; Morel 

et al., 1998.)。由目前汞的排放源統計資料可知，排放至環境中的汞主要是因人為

活動所引起(Liu et al., 2007)，且大多來自一些燃燒設備的運轉，包括都市固體廢棄

物、污泥、醫院危害性廢棄物焚燒爐、工業製造工廠以及化石燃料的燃燒利用等

(Landis et al., 2004; Keeler et al., 2006; UNEP, 2008)。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來源中煤

的燃燒使用和固體廢棄物的焚燒佔全部總排放量的一半以上(Wang et al., 2004)。  

汞自污染源排出後主要是以無機物的形式存在，其型態可分為(1)化性較為遲

鈍的氣態元素汞(gaseous elemental mercury, GEM 或 Hg
0
)；(2)由二價汞所構成反應

性相對為高的活性氣態汞(reactive gaseous mercury, RGM)化合物；以及(3)與大氣中

懸浮顆粒吸附或鍵結的汞(particulate-bound mercury, Hgp)，此種型態的汞包可包含

元素汞 Hg
0及二價汞 Hg(II)物種(Schroeder and Munthe, 1998; Lin and Pehkonen, 

1999)。汞被釋出後，GEM由於在大氣的帄均停留時間約莫一年，故可漂流至離污

染源極遠的地方，甚至遍及全球，因此可能影響一般被視為偏僻且原始的地區。

(Fitzgerald and Mason, 1997; Fitzgerald et al., 1998)。相較之下，RGM 和 Hgp在大氣

中的滯留時間偏短(約莫幾分，幾時到幾天)，排放後在短時間內可藉由乾式或濕式

沉降的方式被帶回當地的地表環境中，如圖 1所示(Carpi, 1997)。由此可知，當土

壤表面特別是農業用土的植被位在燃燒設備的周圍時，除了其他潛在的汞來源外，

極有可能額外獲得來自燃燒設備等污染源所排放出的汞。 

汞沉降至地表後，此些毒性相對較低的無機 Hg(II)可能會因現地厭氧微生物的

作用將之轉換成毒性較高的單甲基汞(mono methyl mercury, MeHg)。甲基汞為一種

強烈神經毒素，且在食物鏈中極易產生生物累積與生物放大的效應，因此是所有

汞化合物中最被關注的汞物種(Bloom, 1992; Kraepiel et al., 2003)。然而，真正決定

甲基汞在食物鏈中累積的因素並非此生態系統中的總汞濃度，而是當系統中的所

有物理、化學、生物參數構成某種有利於當中的厭氧微生物進行甲基化作用時的

環境條件最為關鍵。在不同的生態系統中，濕地由於具有來自腐爛植物所供給的

豐富有機質和長期被水淹蓋而呈現厭氧環境的特性，已被視為是汞甲基化的高潛

勢場址 (St. Louis et al., 1994, 1996; Kelly et al., 1997; Heyes et al., 2000; 

Marvin-DiPasquale et al., 2003)。而稻米在其生長季節期間內因其環境多數時間皆掩

蓋著水，故從生態的角度來看，水稻田其實就屬於溼地場址(Molles Jr., 2010)。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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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如此，水稻田(尤其是低地稻田)已被認為是汞甲基化的”熱點”場址(Qiu et al., 

2008)。事實上，除了魚肉(特別是大型食肉性魚類)和海鮮的攝食已被認為是人類

和野生動物接觸甲基汞的主要途徑外(Kraepiel et al., 2003; Feng et al., 2008; Li et 

al., 2010)，近期的研究調查指出在人為汞排放源附近的稻米其植物體內亦具有高甲

基汞含量(Feng et al., 2008; Li et al., 2008; Qiu et al., 2008; Li et al., 2010; Meng et al., 

2011; Søvik et al., 2011)，暗示著稻米的攝食很可能是另一種人類暴露到甲基汞的重

要途徑(Barrett, 2010; Meng et al., 2010; Zhang et al., 2010ab)。 

由於稻米是台灣也是許多亞洲地區人民的主食(Li et al., 2010)，雖然藏於米粒

內的汞濃度或許不高，但若以長期攝取的總量觀點來看，對消費者及其後代健康

所帶來的影響為何值得關注(Rothenberg et al., 2011a)。基於此，對於鄰近焚化爐的

水稻田土壤及作物中的汞含量變化，此農業生態系統為何易成為甲基汞生成與累

積的環境，以及當中的生物地質化學的運種機制為何，實有需要進一步的調查與

研究。 

 

 

圖 1.1 汞自燃燒設備的釋放和大氣傳輸(Carpi,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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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畫背景 

1.2.1 燃燒設備的汞排放 

汞中毒及其引起的健康危害等問題會受到關注，起因於 50 年代的日本水俁灣

事件。此事件的發生乃是上游的乙醛工廠長期釋放含汞廢料至下游海灣，最後導

致海灣附近漁村居民誤食其海鮮而造成嚴重的神經功能障礙以及後代的畸形

(Abelson, 1970)。日本水俁灣事件外，歷史上在伊拉克也有另一件悲慘的因人為疏

忽所造成的食用米受有機汞農藥中毒的事故(Bakir et al., 1973)。兩事件皆證實在甲

基汞的暴露下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最為嚴重，此乃由於甲基汞具有穿越血腦和胎盤

屏障的能力，使人體特別是帅童與發育中的胎兒造成不可逆的神經損害(Sweet and 

Zelikoff, 2001)。而這些事件也使得汞的廢水排放與管理法規更加嚴格，也讓汞的

主要排放源和所引起的廣泛污染問題轉自於大氣的排放和交通運輸。 

雖然大自然的一些活動如森林野火和火山爆發等也可能將汞自地殼釋放到各

個環境介質(UNEP, 2002; Friedli et al., 2007; Wiedinmyer and Friedli, 2007)，但自工

業革命以來主要還是以人為的排放為環境中主要的汞污染源(特別是化石燃料的燃

燒為最大宗)，大約占全球的的 75% (Mason et al., 1994; Fitzgerald et al., 1998; 

Schuster et al., 2002)。在近兩世紀中，從土壤沉澱物推斷出大氣中的汞濃度隨著時

間有上升且累積的趨勢，除此之外亦可從冰芯中推斷出類似現象 (Heyvaert et al., 

2000; Schuster et al., 2002)。除了燃煤電廠(目前全球汞最大的排放源)，其他主要汞

排放到空氣的來源包括精煉廠和大規模黃金生產、金屬冶煉、水泥窯、氯鹼廠、

廢棄物焚燒爐甚至是牙科用的汞合金(UNEP, 2008)。這些設施中，在缺少空氣污染

控制設備(air pollution control device, APCD)的情況下，廢氣煙道中的汞釋放量和進

入場址的汞量有著直接相關性；而當採用 APCD 時，燃燒設施所排放至大氣的汞

含量與汞的形態、廢氣道的溫度和此設施所採用空氣污染控制設備的類型有著很

大的關係(Carpi, 1997)。 

在都市固體廢棄物中，汞主要來自於廢棄的含汞產品，包括電池、熒光燈管、

油漆等(Carpi, 1997)。文獻推測由於高濃度的氯化氫包含在都市固體廢棄物焚燒爐

的廢氣中，因此汞在廢氣道中主要以氧化形式存在(即，Hg(II))，只有小部分的汞

以元素形式存在(即 Hg
0
) (Carpi, 1997; Fahlke and Bursik, 1995; Chang et al., 2000)。

據統計，從都市固體廢棄物焚燒爐中所排出的汞物種組成中，有 10-20%屬於 Hg
0

和 75-85%屬於 Hg(II)。因此，汞一旦被釋放後，大部分的 Hg(II)可能會在污染源

週遭的地區藉由空氣中濕式和乾式的沉降效應而降至地表。目前所知都市固體廢

棄物焚化爐所採用的定期通過靜電除塵器和袋式集塵器去除汞的效率並不高，僅

能去除約 30-45%的汞(Chang et al., 2000)。然而，如果這些空氣污染控制設備與二

氧化碳和氮氧化物控制設備結合使用，對於汞的去除率可以高達 95%(UN report 

2008)。事實上，自從與都市及醫療廢棄焚化爐相關的法規開始實施後，加上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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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來源在施行回收政策後，汞的排放量明顯減少(Atkeson et al., 2005)。儘管削減了

這些排放量，但汞的濕式沉降效應仍被高度觀察到，且目前對於”本地 vs.遠程運輸” 

兩者對排放量的相對影響力仍舊不甚清楚(Sherman et al., 2011)。 

 

1.2.2 濕地為汞甲基化之熱點場址 

如上文所述，經焚化後的汞進入環境可分為三種不同物種且具有不同的大氣

移動性(Schroeder and Munthe, 1998)，但需注意的是雖然RGM和Hgp無法在排放後

停留很久，但地表環境中的Hg(II)來源亦有可能來自於其他使用汞齊進行作業的地

區之逕流廢水，如汞礦區以及金礦開採區和某些工業區(Gangull et al., 2000; 

Suchanek et al., 2000; Conaway et al., 2003)。然而，不同於無機Hg(II)其污染源主要

來自外部環境，大多數的甲基汞皆在現地場址產生，且微生物在此過程中扮演著

關鍵的角色(Gilmour and Henry, 1991; St. Louis et al., 1996; Branfireun et al., 1998; 

Driscoll et al.,1998)。甚者，有文獻指出與存在於現地較老舊的Hg(II)相比，新沉積

的Hg(II)似乎具有更高的汞甲基化潛勢(Harris et al., 2007), 推測是由於溶解態的汞

在形成膠體或結晶的老化(aging)過程中的顆粒狀態差異所造成(Deonarine and 

Hsu-Kim, 2009)。 

如同其他重金屬一樣，總汞的濃度往往被用來做為衡量毒性的一個參數，但

此參數在大多數的生態系統中對於甲基汞濃度的推測常不精準，亦即此參數無法

單獨做為預測甲基汞生成的工具(Benoit et al., 2003; Kelly et al., 1995)。舉例來說，

1865到1957年間美國加州的Clear Lake湖水被含有汞礦的硫廢礦場嚴重污染，使得

此地成為全世界總汞濃度最高的污染地區(Fleming et al.,2006)。Suchanek等人在總

共35個採樣點中測量地沉積物中的總汞濃度和甲基汞濃度，發現總汞的濃度分布

在礦場附近最高而隨著離礦場距離的增加濃度呈指數型下降，因此顯示廢礦之汞

污染濃度為一點源汙染。然而，雖然沉積物中的甲基汞也隨著距離礦源的減少(下

降的趨勢遠不及總汞陡峭)，但甲基汞和總汞的比例卻隨著距離的增加而增加，指

出總汞濃度和甲基汞濃度之間不具有強烈的相關性。 

St. Louis和其他人(1994)在4個不同的北方流域計算了甲基汞的質量帄衡，發現

濕地部分之甲基汞濃度較一般高地(high land)地形多了26~79倍。由於其實驗缺乏

甲基汞與總汞的相關性數據，因此作者認為在濕地中汞甲基化率的增加主要受到

環境因子的影響，包含較低的pH值、溫和的溫度和含有溶解性有機碳等。Hurley

等人(1995)在美國威斯康辛州39條不同土地的河流比較甲基汞生成量(農業，農業/

森林和濕地/森林)，發現甲基汞之產量與覆蓋的濕地比例呈現正相關，且最高的甲

基汞濃度乃從濕地/森林地區測得。此外，加州聖保羅灣等地(San Pablo Bay, CA)

曾經在1850年代之加州掏金熱事件中受過汞的汙染，Marvin-DiPasquale等人比較3

個開放水域和1個沼澤地區中甲基化/去甲基化之比值，發現沼澤地區之淨甲基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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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水域之25倍，說明了沼澤地區更利於甲基化，即使總汞濃度在4個測站的濃度

皆差不多(Marvin-DiPasquale et al., 2003)。總結來說，濕地的出現對於汞的甲基化

影響甚大，主要是因為濕地的特性增加了微生物的活性，此生態系統當中營養豐

富的水、氣溫和腐爛的植物供應了可甲基化的異營微生物合適的生長環境。 

 

1.2.3 汞的化學組成對微生物生成甲基汞的影響 

甲基汞的生成除了與汞甲基化細菌的活性有關外，另一個決定汞甲基化潛勢

的關鍵因素則是汞的生物可利用性(bioavailability) (Benoit et al., 2003; Ullrich et al., 

2001)。目前已知河口與淡水沉積物中汞的甲基化作用主要是由硫酸鹽還原菌

(sulfate-reducing bacteria, SBR)所造成(Compeau and Bartha, 1985; Gilmour et al., 

1992)，此類細菌主要為厭氧異營菌，普遍集中在好氧與厭氧層的邊界。此外，鐵

還原菌(iron-reducing bacteria, FeRB)也被確認為重要的汞甲基化菌(Warner et al., 

2003; Fleming et al., 2006; Kerin et al., 2006; Mitchell and Gilmour, 2008)。近期的研

究也發現在湖泊水生系統植物上的固著生物膜內的甲烷生成菌具有產生甲基汞的

能力(Hamelin et al., 2011)，此類微生物也廣泛存在於稻田土中，使得稻田土壤為全

球大氣層中的甲烷主要來源之一(Sakai et al.,2007)。儘管這三類細菌被視為環境中

主要的甲基汞生成菌，但科學界對於為何這類的厭氧菌會演化成在其生長環境中

擅於將毒性相對較低的無機汞轉換成毒性較高的甲基汞的原因尚不明瞭，主要乃

是因為並非所有的SRB、FeRB或甲烷生成菌都能夠將汞甲基化，因此，上述三類

微生物對於汞的甲基化之相對重要性尚未確定，仍然有待觀察(Lin et al., 2011)。 

當在處理生物利用性的問題時，化學物種型態為一重要的決定因素。對於汞，

由於目前還沒有發現其具有任何的生物作用(Wiatrowski et al., 2006)，因此許多學

者認為此類物種主要藉由其不帶電的化學物種形式，經由被動擴散運輸的方式而

進入細胞，因為如果是帶電物種，電荷將阻礙其通過脂質雙層膜(Barkay et al., 1997; 

Benoit et al., 2001; Jay et al., 2002; Benoit et al., 2003; Najera et al., 2005; Lin and Jay, 

2007)。汞已知是個經典的親硫元素，故汞循環和硫循環有著密切的關係(Morel and 

Hering, 1993; Stumm and Morgan, 1996)。在厭氧、含低濃度硫化物且固定總汞濃度

的環境下，汞主要會以HgS
0

(aq)的形態存在，而此汞-硫錯合物從被動擴散的理論解

讀，對於能將汞甲基化之硫酸還原菌來說是最具生物利用性的物種(Jay et al., 2002; 

Benoit et al., 2003; Lin and Jay, 2007)。此外，實驗室的試驗亦發現汞的甲基化在固

定硫化汞濃度下(HgS(S))是不受影響的(Jay et al., 2002)，即使汞多硫化物種濃度顯

著的改變了溶解性的汞與被動擴散吸收模型是一致的(Paquette and Helz, 1997; Jay 

et al., 2000)。 

汞和天然有機物（NOM）之間的相互作用也在汞的生物地球化學中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從被動擴散的角度來看，汞結合到大的有機分子或溶解NOM，在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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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下，會阻礙細菌攝取二價汞(Hammerschmidt et al., 2004)。然而，汞的生物利

用度在NOM之確切作用尚不清楚，同樣的甲基汞和NOM之間的相互作用亦需要被

觀察(Schaefer and Morel, 2009; Gilmour et al., 2011; Schaefer et al., 2011)。無論如何，

Hg和NOM之交互作用遜於無機硫化物與汞的作用由於汞與硫化物的親和力較汞

與NOM的親和力要來的強(Schaefer and Morel, 2009)，說明了對於汞來說硫化還是

為主要的地質參數在厭氧環境下。 

 

1.2.4 稻田土中參與汞甲基化之微生物 

 遭水浸沒的稻田在缺氧條件下，會有一系列交替的電子接受者接續被利用完，

直到甲烷的生成為主導反應(Sakai et al., 2007)。且如同一般的種植土地，稻田被劃

分為三個區域，其劃分依據為氧氣量，分別為:好氧表面土壤，缺氧土壤(根部下方)、

和根圈區域(從植物的根大約1 mm的面積) (Liesack et al., 2000)。根圈由於根部會分

泌其分泌物包含碳水化合物、有機酸和有機碳等提高了微生物的活性，故被認為

不同於一般土壤，此外根也會散發出光合作用的副產物氧氣到根際。後者是由於

通氣組織系統(即海綿，多孔材料)高度發達於濕地中，增加了氧氣擴散量並通過進

入水體中，進而創造了一個有氧的環境在根尖區域(Madigan et al., 2002)。 

氧氣若存在於好氧-厭氧之介面下，可能會使得硫氧化菌和硫酸鹽還原菌共存

於根際(Scheld and Stubner, 2001)。在一個典型的厭氧環境下(非根際土中)，Stubner 

et al. (1998)分離並列舉了幾個硫氧化細菌的菌株，同樣也分離並列舉幾個硫氧化菌

於好氧的根際。同樣地，Wind et al. (1999)的研究也指出SRB在典型好氧環境(在水

稻田，unexpected)和在田間土壤(厭氧，expected)被發現。此外，硫酸鹽及硫代硫

酸鹽濃度(即硫氧化物來說)在有栽種植物的部分較沒栽種部分的土壤，其孔隙水硫

氧化物濃度高出了20~40倍，驗證了植被滲出液所排出的氧氣是可生物利用的 

(Wind and Conrad, 1995)。此外，縮模試驗也發現硫酸鹽還原率在離根部約0~1.5 mm

時最高，說明根際中氧氣的可用性(Wind and Conrad,1997)。上述觀測與縮模試驗

證實了硫氧化菌和硫還原菌共存於根際和非根際的土壤中，且彼此間的共生關係

很有可能是因為生物膜的形成。生物膜為附著於介質表面的微生物群落，已被認

為是自然環境中微生物最主要的生活方式 (Costerton et al., 1995)。 

在厭氧的地表下氧氣的可利用性對於汞的循環有著直接的影響。首先、在根

際和非根際土壤之硫氧化菌和硫還原菌之共存使得硫酸鹽物種的再生，即更多的

基質供給硫酸鹽還原菌行呼吸作用。再者、硫化物的氧化降低了硫化物的濃度，

使得體積較小、不帶電荷的硫化汞物種產生，即前文所提之HgS
0

(aq)，進而提高了

汞的生物利用性至硫酸鹽還原菌(Benoit et al. 1999)。因此，在厭氧和好氧微生物共

存的特別條件下，由於硫的循環，可預期稻田土內會有更高的甲基汞產率。此外，

鐵還原菌也在水稻根部附近被發現，而在稻田裡甲烷菌的重要性和普遍性亦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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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Sakai et al., 2007)。 

 

1.2.5 水稻中的甲基汞含量 

對於甲基汞的暴露，大多數人皆是透過攝食魚肉或其加工製品而接觸或暴露

到甲基汞。然而，近期的研究已顯示在陸地生態系中，亦有可能透過稻米的攝食

而暴露到甲基汞，這在先前一直被認為是可以忽略不計的暴露途徑之一(Barrett, 

2010)。甲基汞在水相生態系中的生物累積和生物放大效應，可從食用肉食性魚類

所造成的帄均甲基汞生物累積因子(bioaccumulation factors, BAFs)高達10
6看出

(USEPA, 2001)。相比之下，在污染區或在未受污染區中稻米的生物累積因子則減

少許多，在大陸南部所測得的值約為0.71至50之間(Zhang et al., 2010b)。雖然稻米

單位克重中的甲基汞濃度可能會比魚體中的含量要來的低，但由於亞洲人每日大

量攝取的飲食習性，特別是在一些鮮少吃魚的內陸地區中，水稻這個途徑所造成

的甲基汞暴露仍是不可忽視的。 

稻米不像苔蘚類等植物所積累的汞幾乎全部從大氣中獲得，其植物體就如同

一般的維管束植物，主要由運送水及營養的細胞構成其組織，故可經由三種方式

累積汞於體內：通過從土壤中的根、通過氣孔吸收氣態Hg
0，和通過葉面吸附的微

粒和氣膠(Lindberg et al., 1979)。葉片中大多數的Hg主要是透過氣孔交換從大氣中

獲得(Rea et al., 2002; Ericksen et al., 2003)，而根部已被認為是植物組織(根，莖，

葉，種子)中對Hg的傳輸具有顯著的障礙(Lindberg et al., 1979; Cavallini et al., 1999; 

Feng et al., 2008)，暗示著土壤、根部和種子內的總汞含量缺乏相關性。然而，前

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無機汞的吸收，而不是可能更容易在根部和種子之間傳輸的

甲基汞。Schwesig和Krebs(2003)利用同位素標記無機汞和甲基汞化合物在3種植物

中(Vaccinium myrtillus、Deschampsia flexuosa、Calamagrostis villosa)，發現其中的

兩種植物中(唯一的例外：Vaccinium myrtillus)甲基汞在地面上的成分大部份是來自

於根部。此傳輸不同於無機汞。Bishop等人(1998)也提出總汞和甲基汞在樹木的木

質部運輸，且少有研究記載被植被所吸收的甲基汞。這些研究說明相較於無機汞，

甲基汞可能更容易從根部運輸到種子，因此，在稻田土中甲基汞含量的增加可能

會間接的增加稻米的攝取量，進而使人們暴露到更多的甲基汞。 

部分研究指出種植在中國貴州礦區的水稻內甲基汞含量偏高，可高達144 ng/g 

(Meng et al., 2011)，遠高於大多數食物的汞含量(通常以無機形式存在)，通常低於

20 ng/g (Feng et al., 2008; Li et al., 2010; Zhang et al., 2010; Rothenberg et al., 2011ab)。

這些報告中米粒內甲基汞佔總汞的比例被發現高達66％，顯示在這些地區收穫的

水稻，米粒內所累積的汞多為甲基汞。另一研究結果顯示，當地居民頭髮中甲基

汞的含量與當地人從稻米中的攝取到甲基汞的量有顯著的關係，此乃由於當地飲

用水中(雖然其水中之總汞濃度偏高)和其他的食物(包括豬肉和蔬菜)的單位甲基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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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度都偏低，證實了稻米確實是當地居民暴露甲基汞的主要途徑(Li et al., 2008)。

根據這些研究，若以稻米帄均攝取量620 g- rice/day和帄均體重60 kg的居民做代表，

並利用稻米帄均所含之甲基汞的值去計算每日所的甲基汞攝取量，Rothenberg等人

發現此地區大部分的居民每日所攝食的甲基汞濃度已經超出了不同機構所訂定的

標準，例如USEPA的0.1、JECFA的0.23、FSC的0.29、以及ATSDR的0.3 (Rothenberg 

et al., 2011a)。此計算亦重新證實人們暴露甲基汞的途徑不單單是透過魚或海鮮產

品，在某些狀況下，亦有可能來自於稻米，且當稻米中倘若有高濃度的甲基汞亦

可能指出稻田土具有甲基汞生成的高潛勢。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有關汞含量的水稻研究主要是針對未碾磨的糙米，但在

亞洲地區白米才是一種較為常見的日常飲食。不同於魚的組織，稻米不包含些許

有益的微量營養素(例如長鏈多不飽和脂肪酸，以及必需氨基酸)，且也只含極為有

限的微量元素(如，鋅，鐵，硒，和碘)，暗示著在相同的暴露狀態下，食用稻米可

能具有更高甲基汞暴露與累積的風險 (Rothenberg et al., 2011a)。 

 

1.3 計畫目的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調控汞排放源周圍的稻田土壤與作物內，甲基汞生成與累

積的生地化機制。計畫選擇鄰近北投焚化爐的稻田做為研究場址，除藉由現場採

樣與實驗室的量測，了解場址內土壤與稻作中總汞與甲基汞的含量變化外，並搭

配縮模試驗釐清水稻田裡主要促成甲基汞生成與累積的地質化學與微物因素為何。

具體的目標包括：(1)調查場址內汞與甲基汞濃度的空間與時間分布變化，以及會

影響現地稻田土壤與孔隙水中汞甲基化的相關微生物和地質參數因子；(2)分析甲

基汞的化學組成對稻作攝取與累積甲基汞的影響。 

 

1.4 章節摘要 

本章節說明計畫緣起、背景和執行的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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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過程 

 

 

2.1 場址描述 

北投垃圾焚化爐是位於北投區洲美街，接近基隆河和淡水河的交匯地區(即基

隆河下游區段)，此交匯區地貌是以紅樹林覆蓋的河濱濕地所構成。焚化爐的周圍

是被農業用地所圍繞(如圖 2-1藍色圓圈部分)，農地的灌溉水源可能分別從五分港

溪(焚化爐東邊；主要來源)、磺港溪(焚化爐北邊)以及雙溪(焚化爐南邊)所引來，

如圖 2-1標示。 

 

 

圖 2-1 北投垃圾焚化爐周圍地圖 

 

本研究四個農地選在位於焚化爐煙囪的下風處，希望可探討因順風帶來的焚

化廢氣對稻田的影響，但同時也希望與外圍道路保有一定的距離，以盡量減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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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廢氣所帶來的影響(如圖 2-2 紅線部分)。四農地間的距離都相當接近(距約 1~2

公里)，其經緯度分別為，site-1：121309/25620、site-2：1213048/2561、

site-3：1213020/25630、site-4：1213016 /25643(如圖 2-2所示)。 

 

 

圖 2-2 四個採樣農地的相對位置 

 

2.2 採樣規畫與方法 

 現地採樣時間為稻株稻穗長出前與長出後，並選擇不同位置的農地，以探討

受農地是否隨著排放源距離梯度的不同對於其現地參數的影響。為了避免其他的

污染因此不論乘載器皿或是採樣管柱皆經過完全的清洗。計畫在執行採樣前，事

先取得地主的同意和許可才開始進行土樣與水樣的採集。首先在 2013 年 3 月 22

日先探勘了 site-1和 site-2，發現此時為第一期稻栽種後的一個月(此區的稻作在農

曆年元宵節過後才開始整地插秧)，故在考慮稻作尚未有明顯的成長現象後，僅利

用經嚴格酸洗過的 BD 塑膠離心管採集表面土樣(約距地表 0~2 公分深)。2013年 4

月 25日的採樣範圍含四個農地，此時為稻作生長階段的中期，相較於上次已有明

顯的生長(圖 2-3)，此次採樣採集表面土、表面水以及鑽芯土壤(soil cores，圖 2-4)。

2013年 5月 31日再次前往四個場址採樣，此時稻作為中度生長階段的後期，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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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次採樣，稻作已有明顯長高且覆蓋水已退去，故只採集表面土和鑽芯土壤。

2013年 7月 16日進行第四次採樣，發現此時稻米已開始有結穗現象，推測已近稻

米成熟期，將表面土和鑽芯土壤採集帶回分析。研究團隊在 7 月底時再度前往現

場，將已成熟的稻穗採回分析。最後在 2013年 9月 3日進行第五次採樣，此時第

二期稻作生長期已開始，發現當地農民對於此期稻作並非重新整地插秧，而是將

第一期稻的地上作物收割後，讓稻作根部與部分地上部位保留在原耕地使其重新

生長。此次採樣採集表面土、表面水和鑽芯土壤。 

 

 

圖 2-3現場稻作生長情形(4月 25日) 

 

 為了可量測到濃度在 ppt 範圍的汞背景值，以及為了避免對樣品引進外來污染，

採樣時嚴格遵守「超淨」(ultra-clean)採樣技術(Gill and Fitzgerald, 1985; USEPA 

1996)。每次採樣的區域範圍大約在 1x1 m
2 內，土壤樣品使用酸洗過的塑膠管(約

莫 30公分)來收集，並用橡皮塞封住管柱頭尾端保持內部厭氧。表面水水樣樣品則

使用酸洗過的離心管與棕色瓶來收集。採樣完的樣品將其 double bag 避免外界交互

污染並冷藏至 4

C並在 3小時內送回實驗室做進一步處理。 

    樣品帶回實驗室後必頇依照分析項目的不同做不同的前處理，分裝過程全程

都在厭氧操作箱內進行，並確保管柱從採樣到分裝完的過程中皆未傾斜倒放以確

保管柱下方土壤保持管柱內部的厭氧狀態。步驟如下:將土壤樣品從水管內緩緩擠

出，利用已酸洗過的塑膠刀將上部約莫 5 公分處與下部 1 公分處切除(橡膠塞子並

未經過酸洗，因此靠近橡膠塞處必頇切除)(僅需下段厭氧之土壤樣本)，並將土壤

分裝給各不同參數分析所需用量，而剩餘土壤利用離心機(10000 rpm, 25 min, 20

C)

將孔隙水分離出來，再利用 0.22 μm孔徑過濾器將水樣過濾後分裝給不同地質參

數分析所需要量。液態樣本包括表面水和孔隙水部分，分析汞與甲基汞的液態樣



調查焚化爐周圍水稻田地土壤及作物受現地地質化學與微生物影響之總汞與甲基汞含量變化 

12 

本經由上述方法過濾後分裝到 20 ml 和 40 ml 經過酸洗的棕色瓶中，並加入 0.5%

體積的濃鹽酸冷藏於 4

C (USEPA, 2001; USEPA, 2002)。分析鐵的液態樣本則分裝

至經過酸洗的血清瓶中，並利用封瓶器封住瓶口以確保器皿內厭氧，冷藏在 4

C

下。分析硫的樣品則在分裝樣品當天在厭氧操作箱內分裝並且當天分析以防止硫

化物被氧化。分析溶解性有機碳的水樣品則添加硫酸至酸鹼值小於 2後冷藏至 4

C

保存。分析汞、甲基汞、硫和鐵的土壤樣品部分則分裝至酸洗過的離心管中，並

冷藏至-80
o
C保存。分析有機質的土壤樣品則分裝至一般離心管中，冷藏至 4

o
C保

存。 (以上水樣及土壤樣品皆需要兩層夾鏈袋保護以防止外界的交互污染)。  

 

 

 

圖 2-4 現場鑽芯土壤土壤採樣情形(上)與每管採集位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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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採樣用具的清洗 

 汞分析所使用的器具，會先以清潔液定期清洗，包括玻璃器皿和離心管，之

後以 1N NaOH 在 70

C下浸泡整夜，隔天用去離子水(DDI-H2O, 18.2 MΩ)沖洗三

次，再使用 1N HCl 浸泡整夜，隔天一樣用去離子水(DDI-H2O, 18.2 MΩ)沖洗三次，

自然風乾後用雙層夾鏈袋進行收藏(USEPA, 1996)。鑽芯土壤的塑膠管(PVC材質、

約 30公分長直徑、約 5.5公分)則使用 1N HCl 沖洗再使用去離子水沖洗，自然風

乾再以兩層夾鏈袋收藏。 

 

2.4 藥品 

 實驗中所有使用的化學藥品，為 Sigma-Aldrich、JT Baker 和 Fluka.皆是 ACS

等級的藥品，並在使用這些藥品配置時，避免使用刮勺等器具取藥，以減少外在

因素影響。分析汞的藥品配置，是使用微量元素(JT Baker)的酸進行配置。 

 

2.5實驗室分析 

2.5.1 總汞分析 

主要參考 EPA Method 1631，分析方法如下所示。固體樣品分析時採取添加方

是以檢驗其回收率，皆可達 95%以上。 

(1) 土壤汞分析: 

秤取 0.5~1.5 g的土壤樣品於鐵氟龍管後加入 8 ml 的濃鹽酸與 2 ml 的硝酸進行

消化，放至隔夜後將消化後的樣本加入 0.07 N BrCl 25 ml 進行氧化(BrCl 可以使汞

以 Hg
2+存在，並防止汞於瓶壁上沾黏)，待其氧化一天後，取出 1ml 樣品並加入 0.2 

ml hydoxylamine (將過量的氧化劑 BrCl還原以防止總汞濃度的低估)，隨後將去除

氧化劑的樣品加入適量值與加入 0.5 ml 的強還原劑 SnCl2於 purge and trap 的系統

中將二價汞還原成元素汞並利用汞齊進行捕捉，最後利用 CVAFS 儀器偵測總汞濃

度。經由換算後可得到 ng HgT/g soil。 

 

(2) 水溶液中汞分析: 

取適量水樣，並加入 0.2 N BrCl (加入體積為 0.05 %水樣體積)(將水樣中汞氧

化成 Hg
2+

)氧化隔夜，氧化後水樣與土壤汞分析相似，加入 0.2 ml hydoxylamine 於

樣品，並取 1 ml 樣品與 0.5 ml SnCl2於 purge and trap 的系統中將二價汞還原成元

素汞並利用汞齊進行捕捉，最後利用 CVAFS 儀器偵測總汞濃度。經由換算後可得

到 ng HgT/L por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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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稻米汞分析 

將 0.5~1.5 g稻米樣品消化於 10ml的濃硝酸與濃鹽酸的混合液中(混合液配製:

加入 300 ml 濃鹽酸至 700 ml 的濃硝酸中)，靜至於室溫最少 4 小時，之後將樣品

加熱至 95 
o
C 約莫 2~3 小時使得樣品有機物能夠完全被氧化。待其氧化後，加入

0.02 N BrCl 定量至 40 ml 並放置最少 4小時以確保汞在氧化態下存在且不沾附於

瓶壁。氧化後，取出 1 ml 樣品並加入 0.2 ml hydoxylamine (將過量的氧化劑 BrCl

還原以防止總汞濃度的低估)，隨後將去除氧化劑的樣品加入適量值與加入 0.5 ml

的強還原劑 SnCl2於 purge and trap 的系統中將二價汞還原成元素汞並利用汞齊進

行捕最後利用 CVAFS 儀器偵測總汞濃度。經由換算後可得到 ng HgT/g rice。 

 

2.5.2 甲基汞分析 

主要參考 EPA Method 1630，分析方法如下: 

 

(1) 土壤和稻米甲基汞分析: 

    本研究室使用設備製造商 BrooksRand 實驗室與美國地質調查所 (US 

Geological survey, USGS) 所公告前處理程序進行整合，使用硫酸銅(CuSO4) 溶液

與溴化鉀/硫酸(KBr/H2SO4) 溶液先將甲基汞從土壤基質溶出，再溶入二氯甲烷

(Cl2CH2) 中。最後透過反萃取程序將溶於二氯甲烷(Cl2CH2) 中的甲基汞溶於水中

後進行分析。 

    甲基汞分析程序為先將內含有甲基汞的試劑水調整至適合分析的酸鹼度，再

添加四乙基硼化鈉(sodium tetraethyl borate, NaBEt4) 溶液使甲基汞進行乙基化反

應置於密閉的反應瓶中。乙基化的甲基汞具有容易揮發特性，藉著易揮發特性將

反應後的甲基汞，透過氣體攜帶製造出頂空(headspace) 環境進行分析。BrooksRand

利用 Tenax 吸收柱，再加熱纏繞吸收柱旁的鎳鉻線圈，使乙基化的汞物種脫附至等

溫氣相質譜儀(gas chromatography) 。如此一來便可利用 GC進行物種分離，欲測

定的甲基汞在 900℃下熱裂解成元素汞(Hg
0
) 蒸氣，最後使用冷原子螢光光譜儀

(cold vapor atomic fluorescence spectrophotometer, CVAFS) 定量分析。 

 

(2) 孔隙水甲基汞分析: 

    使用方法參照環檢所 NIEA W540.50B，於樣品中分別加入 0.2 mL之 20% KCl 

/ 0.2% L-Cysteine 溶液及 0.5 mL 9M H2SO4，水樣中甲基汞經蒸餾，調整 pH值後，

置於密閉的反應瓶中，與液態之四乙基硼化鈉（NaBEt4）進行乙基化反應，產生

氣體經由惰性氣體將此氣體載送至 Tenax 吸收管柱捕捉。再熱脫附至等溫氣相分析

儀，經物種分離，熱裂解成（Hg
0）蒸氣，由冷蒸氣原子螢光光譜儀(cold vapor at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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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 CVAFS)進行定量分析。 

 

2.5.3 有機質分析 

秤取約 1 g土壤至氧化鋁坩鍋中，將其先至於 105

C烘箱去除水分，拿出冷卻

秤重後在放至於 550

C 高溫爐加熱約 2小時去除有機植，分別秤皿重(W0)、皿+土

樣重(W1)、皿+24 小時樣品烘乾重(W3)與皿+去除有機質樣品重(W4)，得到樣品固

體物含量(TS)與揮發性固體物含量(VS) (Method 2540-E, APHA, 1998) 。 

 

2.5.4 溶解性有機碳(DOC)分析 

主要參照Method 5310B, APHA, 1998，溶解性有機碳分析方法如下：先將水

樣樣品利用硫酸滴定使酸鹼值小於 2 使無機碳轉變為二氧化碳，在上機分析前利

用純氧曝氣約 3 min 使二氧化碳(無機碳部分)與揮發性有機碳驅趕，由於水樣樣品

已經事先經由 0.22 m過濾器過濾過，因此剩餘部分則為 DOC。將水樣添加 0.5 ml

至 analytik jena multi N/C 2100 儀器偵測得溶解性有機碳值(mg/L)。 

 

2.5.5 鐵分析 

主要是參考 Lovley et al. (1987) 的比色法進行分析，分析項目為土壤與孔隙水

的總鐵濃度與二價鐵濃度，分析方法如下: 

 

(1) 土壤總鐵分析 

取 0.1 g的土樣，加入 0.5 ml 0.25 M Hydoxylamine + 0.25 M HCl 溶液進行消化

與還原 1 hr，消化後取樣品上層液 0.1 ml 加入 5 ml 的 ferrozine 等待 10 min，最後

利用分光光度計(波長 562 nm)測其吸光值得總鐵濃度。 

 

(2) 土壤二價鐵分析 

取 0.1 g的土壤樣本，加入 0.5 ml 0.5 M HCl溶液進行消化，等待 1小時後，將

消化後樣本取上層液 0.1 ml 至 5 ml ferrozine 等待 10 min，最後利用分光光度計(波

長 562nm)測其吸光值得二價鐵濃度。 

 

(3) 水樣總鐵分析 

取 0.5 ml的水樣加入 5 ml 0.25 M Hydoxylamine + 0.25 M HCl 溶液進行還原(注

意稀釋倍率)，靜置 1 hr 後，取 0.1 ml 樣品加入 5 ml 的 ferrozine 等待 10 min，最

後利用分光光度計(波長 562 nm)測其吸光值得總鐵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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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樣二價鐵分析: 

取 0.1 ml 樣品(若樣品濃度太高，則可利用 0.5 M HCl 稀釋)(注意稀釋倍率)加

入於 5 ml ferrozine 進行螯合等待 10 min，最後利用分光光度計(波長 562 nm)測其

吸光值得二價鐵濃度。 

 

2.5.6 孔隙水溶解性硫化物分析 

主要參照Method 4500-S2-D (APHA 1998) ，方法如下: 

在厭氧的條件下，取出 7.5 ml 的水樣品加入同時加入 0.5 mL 的 amine-sulfuric 和

0.15 mL 的 FeCl3 並上下倒置後靜置 3 min，靜置 3 min 後樣品再加入 1.6 ml 

(NH4)2HPO4並靜置 3 min 後取上澄液利用分光光度計(波長 662 nm)得水樣硫化物

濃度。 

 

2.5.7 酸揮發性硫化物(acid-volatile sulfide, AVS)分析 

AVS定義為含有還原態硫基的硫化合物(e.g. FeS, ZnS, PbS, MnS)何者在酸性

條件下會轉換成具有揮發性的(H2S)T。主要參照 Sarah et al., (2008)固態硫分析法，

分析方法如下: 

將 1~2 g土壤樣品加入用厭氧水配置成的 40 ml 1 N HCl 消化 1 hr，硫化物在

酸性條件下會轉變成 H2S，消化期間利用 N2當作載流氣體將 H2S驅趕至 40 ml 含

有捕捉溶液(0.3 M 醋酸鋅+0.12 醋酸鈉)的血清瓶中將硫化物捕捉形成 ZnS 後參照

上述的液態硫分析方法分析捕捉液含有的硫化物濃度即得到固態硫化物濃度值。 

 

2.5.8孔隙水硫酸鹽分析 

液態樣本硫酸鹽濃度測定主要參照離子層析法測定，使用的陰離子管柱為

IonPac AS9-HC , AG9-HC, 4mm、淋洗液為 9 mM Na2CO3、流速為 1.0 ml/min而單

次進樣體積為 25 L 。從離子層析儀所測得的樣品訊號值可在經由標準品所得到

的檢量線求得水樣中硫酸鹽濃度。 

 

2.6微生物縮模試驗 

目前已知在特定的自然環境下有部分的硫酸鹽還原菌、鐵還原菌甚至是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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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的甲烷菌都具有將無機汞還原成甲基汞的能力，為了證明我們所採樣的場址

有此類的菌群存在且此類菌群確實能將汞甲基化，我們會將當地所採樣的土壤當

做植種源，利用已知成份的培養液並添加硫酸鹽或鐵礦當做微生物的電子接受者

去培養我們所需要的目標微生物。當確認廠址擁有能將硫酸鹽還原菌、鐵還原菌

和甲烷菌培養出的潛勢後，我們會將上述的土樣當作植種源，並在新的一批培養

液內添加無機汞去探討採樣廠址內是否含有能將汞甲基化成甲基汞的微生物。方

法如下述: 

 

探討場址土樣是否有能力孕育出具有甲基化能力厭氧微生物 

總共有 4個場址的土樣，由於過去文獻中提到硫酸鹽還原菌(SRB)、鐵還原菌

(FeRB)與甲烷菌等厭氧菌群具有將汞甲基化的能力，因此每個場址試著利用血清

瓶，在有土壤、具有足夠電子供給者和特定電子接受者與厭氧環境下試著培養出

SRB、IRB 與甲烷菌等菌群。 

方法為每個血清瓶包含: 

1. 20 mL培養液(配製成分如下述) 

2. 5 %體積的場址土壤 

3. 電子供給者，包含 2 M 乳酸、2 M 乙酸與 2 M 丙酸分別各加入 0.1 ml 至含有

20 mL培養液的血清瓶中 

4. 電子接受者，在 SRB的部分添加 0.1 ml 2 M Na2SO4，FeRB部分則添加 0.8 ml 0.3 

M ferrihydrite，而甲烷菌則可利用通入的 CO2當作電子接受者。 

5. 通入 95 % N2 + 5 % CO2 氣體確保瓶中厭氧 

6. 在室溫且不照光的環境下培養一段時間後，進一步分析血清瓶內的硫化物、二

價鐵與甲烷濃度。 

 

探討第一次試驗所馴養出的菌種是否有將汞甲基化能力: 

由第一次試驗所得到的結果，由硫化物和二價鐵的濃度探討出場址的土樣具

有將 SRB、FeRB孕育出來的潛勢，但對甲烷菌來說，所偵測到的甲烷濃度並不高，

因此第二次試驗我們將第一次的血清瓶反應後的土樣當做植種源，並加入無機汞

探討所孕育出的菌種是否有將汞甲基化的能力，特別是 SRB與 FeRB。 

方法為每個血清瓶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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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養液 20 ml 

2. 5%體積之第一次試驗反應後血清瓶內的土樣(當做植種源) 

3. 電子供給者:乳酸(2 M)、乙酸(2 M)、丙酸(2 M)各加入 0.1 ml 至含有 20 ml 培養

液的血清瓶中 

4. 電子接受者: SO4
2- 

=1 mM Na2SO4 (SRB)，Fe
3+ 

= 10 mM (fumarate) (FeRB)，N2 

80% + CO2 20% (二氧化碳可當做甲烷菌的電子接受者) 

5. 每瓶添加 10 g/L 的無機汞 

對於上述不同組別分別做出控制組，方法如上述但不同之處為土樣為滅過菌

後的土壤。 

 

表 2-1 微生物縮模試驗培養液組成 (1 L, pH=6.8~7.2): 

化合物   含量 

NaCl 1 g 

MgCl2·6H2O 0.4 g 

CaCl2·2H2O 0.1 g 

NH4Cl 0.25 g 

KH2PO4 0.2 g 

KCl 0.5 g 

Buffer (NaHCO3) 15 ml 

Cystine (conc. 600 ppm) 5 ml 

Molybdate (conc. 80 ppm) 5 ml 

   
Trace element 1 ml 

 

  
HCl (12N) 8.021 ml 

 
FeCl2·4H2O 1500 mg 

 
H3BO3 30 mg 

 
MnSO4.H2O 190 mg 

 
NiCl2·6H2O 24 mg 

 
CuCl2·2H2O 2 mg 

 
ZnSO4·7H2O 143.517 mg 

   
Vitamine(10x) 0.5 ml 

 D-Ca-pantothenate 5 mg 



  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過成 

19 

  

 
p-Aminobenzoic acid 5 g 

 
Liponic acid 5 mg 

 
Folic acid 2 mg 

 
Pyridoxine-HCl 10 mg 

 
Riboflavin 5 mg 

 
Nicotinic acid 5 mg 

 
vitamin B12 0.1 mg 

 
Biotin 2 mg 

 
Thiamine-HCl·2H2O 5 mg 

   
Selenite(10x) 0.1 ml 

 

  
Na2SeO3·5H2O ３ mg 

 
Na2WO4·2H2O 4 mg 

  NaOH 0.5 g 

 

2.7 稻米種植縮模試驗  

縮模實驗−利用稻米的種植來分析甲基汞可能會以何種形式較易進入植物體

內及最後甲基汞是否會累積到稻穗種子上。 

 

2.7.1方法概要:  

文獻指出，甲基汞一旦進入植物體中，可能會隨著植物的生長，透過營養傳

輸使甲基汞最終累積於種子上，且在環境中甲基汞離子容易與陰離子進行錯合，

並進入植物體中。我們進行縮模試驗來觀察甲基汞的累積情形，並了解環境中何

種錯合易與甲基汞錯合並吸收。 

 

2.7.2實驗耗材:  

器具: 50 mL離心管數個、醫療用棉花、稻米。藥品: 甲醛、甲醇、培養液*(後

面說明成分)、氯化鈉(NaCl)、半胱胺酸(L-Cysteine)、亮胺酸(L-Leucine)、蛋胺酸

(L-Methionine)、穀胱甘太氧化物(Glutathione oxidized from free acid*grade II)、腐植

酸(Humic acid)、氯化甲基汞標準液(Methylmercury chlo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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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步驟流程: 

 步驟可分成稻種消毒、培養液配置、種植試驗。 

稻種消毒: 在開始種植之前，我們要先確保使用的稻種是無菌的狀態，避免會有發

霉的現象，因此頇先將其泡配置消毒液中，係利用添加 0.32 mL 的甲醛和 0.08 mL

的甲醇並由滅菌過 DI 水定量至 20 mL當中，浸泡 24 hr，最後再利用滅菌過 DI 水

清洗沖洗數次便可使用。 

 

表 2-2 稻作植栽培養液配置 

所需元素 化合物 含量 (g / L) 

   

N 
NH4Cl  0.076 

   NaNO3 0.12 

   P NaH2PO4  0.044 

   K K2SO4  0.0893 

   Ca CaCl2  0.111 

   Mg MgSO4 · 7H2O 0.405 

   Mn MgCl2 · 6H2O 1.5 
 

  Mo (NH4)6Mo7O24· 4H2O 0.074 

 

  B H3BO3 0.934 

先溶於 25 ml 的濃硫

酸中並定量至 500 

ml，再取 1.25 ml 

Zn ZnSO4 · 7H2O 0.036 

Cu CuSO4 · 5H2O 0.031 

Fe FeCl3 · 6H2O 7.7 

  Citric acid (monohydrate) 12.9 

  
 

種植試驗: 將已酸洗過的 50 mL 離心管添加些許棉花，並加入培養液將其定量約

15 mL 高，最後整個進行滅菌的動作，滅菌完成後待其待其冷卻，於每一離心管添

加 3~5 顆的稻種進行種植。等待約一至兩天，稻種發芽後開始進行甲基汞與配位

子化合物的添加，即先於每一管再添加約 5 mL的培養液，之後扣除空白組五管以

外，其餘 31管均先加入約 5 nM 的甲基汞標準液，之後分別添加 NaCl: 1 g/L、10 g/L 

三重複；Cysteine: 10 nM、100 nM 二重複；Leucine: 10 nM、100 nM 二重複；

Methionine: 10 nM、100 nM 二重複；Glutathione: 10 nM、100 nM 二重複；Humic 

acid: 10 ppm、100 ppm 二重複，每一至兩天進行觀察。稻作生長兩周半後將其收

穫下來再經乾燥研磨後進行甲基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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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章節摘要  

 此章說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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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要發現與成果 

 

近期研究指出在汞污染排放附近種植的水稻(主要是中國大陸的廢礦區和某些

內陸地區)，其植物體內含有較高濃度的總汞和甲基汞濃度，而這些地區經調查發

現，當地人民鮮少食用魚產及其他海鮮加工製品，故與一般所認知的甲基汞暴露

途徑不同(Horvat et al., 2003; Feng et al., 2008; Zhang et al., 2010b)。為此，學者們提

出了「這些地區居民主要的甲基汞暴露途徑乃為攝食稻米」的假設(Zhang et al., 

2010a)，而此陸域食物鏈的假設在過去一直被認為是可忽略不計的傳輸路線(Barrett, 

2010)。後續的研究的確也證實當地居民頭髮內所含的汞濃度量與他們經由稻米所

攝食到的甲基汞量呈一顯著的正相關性(Feng et al., 2008)。另一值得注意的是，當

地水稻的穀粒部分相較於其他部位(如根、莖和葉等組織)，甲基汞的累積能力最高

(Meng et al., 2010)，而當稻米進一步的與當地的其它作物包含玉米、油菜、煙草和

白菜等植物相比，發現其他植物體內所含的甲基汞量比稻米內的含量低了約

10~100倍(Qiu et al., 2008)；不僅如此，甲基汞與無機汞兩相比較之下，稻米甲基

汞的生物累基因子(BAFs)約為無機汞的 800 ~ 40,000倍(Zhang et al., 2010b)。這些

資料皆說明甲基汞極易累積在稻米的米粒之中，且攝取高甲基汞含量的稻米將增

加其健康風險。 

對於稻米內無機汞和甲基汞的生物累積和傳輸機制，根據現階段所得之資料

可以總結如下: (1)雖然植物根部表面具有阻礙無機汞進入的屏障(或機制)，但土壤

汞仍被認為是植物體內無機汞的主要汞來源之一，即使如此，相較於土壤內的無

機汞，空氣中的無機汞對在地表上的植物部位來說，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Meng et 

al., 2012); (2)而對於甲基汞來說，水稻植物在生長季節時主要由根部攝取土壤中的

甲基汞，再轉運(translocate)到地表上的植物體部位，如莖和葉，最後當稻米結穗

時，絕大多數的甲基汞濃度會傳輸到穀粒中並且儲存於此，這時候根部所含有的

甲基汞濃度相較於生長期來說已非常少量(Meng et al., 2011)。儘管知道甲基汞的攝

取是與稻米植物根部有關，但現今對於根際土壤是以何種生地化機制促進甲基汞

的生成、進入及累積在稻米內的資訊依舊極為有限。為此，基於(i)都市固體廢棄

物(MSW)的燃燒為環境中汞的主要排放源之一，以及 (ii)環境中甲基汞的產生主要

是因現地微生物的主導而生成，本計畫嘗試藉由對北投都市固體廢棄物焚化爐周

圍的水稻田農地進行現地採樣調查，除了解此區的土壤及稻米內總汞與甲基汞的

含量變化外，也針對與甲基汞生成有關的地質化學與微生物因子設計實驗室的縮

模與植栽試驗，分析探討此區微生物合成甲基汞的潛勢，以及主要可能被稻作攝

取的甲基汞化學組成，看可否驗證以下假設：「在稻田土中的甲基汞產率和稻作對

甲基汞攝取程度取決於土壤孔隙水中的無機汞對甲基汞生成菌的生物可利用量、

此些微生物在土壤根際區的數量與活性，以及甲基汞的化學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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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稻田土壤及孔隙水中總汞與甲基汞含量 

 本計畫的四個農地經五次採樣(分別為 2013/3/22、4/25、5/31、7/16、9/3)分析

所得之表面土壤(地表以下 0-2 公分處)、根系土壤(地表以下 10-15 公分處)以及孔

隙水中的總汞( HgT)與甲基汞(MeHg)的濃度整理如表 3-1所示，所列數據為所有分

析結果之平均值。由此表可得知不論是表土或是根系土，若以土壤濕重為基準來

看，汞的含量皆不超過 600 ng g
-1

 (即 0.6 ppm)。此些數值即使將樣品的含水率(約

51-58%)考慮進去，依舊低於環保署所定之法規標準值(一般土壤 20 ppm，農地 5 

ppm)，顯示焚化廠這些年來的空污防治設備，與以往的效率相比(Chang et al., 2000)，

對於煙道內汞廢氣的捕捉已顯著進步且發揮一定的功效。這些數據也與文獻上所

記載的未受污染的土壤汞濃度 10-500 ng g
-1相近(Senesi et al., 1999)。 

 

表 3-1 鄰近北投焚化爐四處水稻農地之表土(約地表下 0-2 公分處)、根部土(約

地表下 5-15公分處)以及孔隙水中的總汞與甲基汞平均濃度整理 

 

 

進一步檢視數據後發現，汞在土壤的分佈不會隨著距離焚化爐的遠近而有明

顯的趨勢差異，但根系土壤不論在總汞還是甲基汞的濃度上，皆高於表面土壤。

由於文獻指出稻米穀粒中的甲基汞含量常與根系土壤或孔隙水中的甲基汞濃度成

正相關(Zhang et al., 2010; Liu et al., 2012)，所以本計畫除了總汞之外，土壤與孔隙

水的甲基汞濃度也一併分析。由表 3-1所整理的結果可知，與其他文獻 0.7-3.6 ng g
-1

的背景濃度相比(Zhang et al., 2010; Rothenberg et al., 2012b)，四農地所測得的土壤

甲基汞值偏高。甲基汞佔總汞的比例值也比文獻所記錄的值略高(即本計畫之

Matrix Units Site-1 Site-2 Site-3 Site-4

HgT ng/g
155.92 ± 9.74

(n=5)

191.52 ± 2.13

(n=4)

MeHg ng/g
1.10 ± 0.28

(n=5)

0.70 ± 0.01

(n=4)

%MeHg (of HgT) % 0.71 0.37

HgT ng/g
365.70  33.52

(n=48)

426.20 ± 65.84

(n=50)

412.37 ± 35.13

(n=48)

594.53 ± 425.82

(n=48)

MeHg ng/g
13.17 ± 1.82

(n=28)

14.63 ± 3.61

(n=30)

13.1 ± 3.94

(n=30)

13.41 ± 5.46

(n=48)

%MeHg (of HgT) % 3.60 3.43 3.18 2.26

HgT ng/L
39.26 ± 12.20

(n=48)

22.05 ± 7.45

(n=48)

15.90 ± 2.25

(n=48)

18.01 ± 3.18

(n=50)

MeHg ng/L
25.93 ± 4.94

(n=20)

17.77 ± 4.86

(n=24)

14.55 ± 7.46

(n=20)

3.70 ± 1.66

(n=24)

%MeHg (of HgT) % 66.05 80.59 91.51 20.54

Surface-soil

Root-soil

Por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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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3.60% vs.文獻之 0.19-2.1%)。環境介質中的甲基汞與總汞的比值可約略說明此

系統內的微生物對於汞的利用性或將汞甲基化的能力與程度為何，表 3-1中的此數

值從同一農地場址(即 site-1或 site-2)於表土時的最低值、根系土時的中間值到孔隙

水的最大值的分佈趨勢可知，孔隙水是微生物最易生成甲基汞的環境介質，此也

證明如要深入探究一生態系統的甲基汞生成與累積的問題時，分析孔隙水中相關

生地化參數的重要性。各農地四次採樣的根系土壤與孔隙水中的總汞濃度示於圖

3-1，甲基汞濃度則示於圖 3-2。 

 

 

 

圖 3-1 各農地之(A)根系土壤與(B)根系土孔隙水中的總汞濃度隨採樣日期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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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各農地之(A)根系土壤與(B)根系土壤孔隙水中的甲基汞濃度隨採樣日期之

變化 

 

3.2 稻米內總汞及甲基汞含量 

 本計畫所選的四處農地內所收成的米粒(糙米，乾重)經分析後所得之總汞與甲

基汞之數據如表 3-2所示。一般而言，除了魚產外，絕大多數食物內的含汞濃度都

低於 20 ng g
-1，且主要以無機汞的形式存在(WHO, 1991)。至於稻米中的汞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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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henberg 等人(2011b)發現在貴州地區以不同栽種方式(分成有/無節水灌溉栽培)

收成而得之糙米，其內所含的總汞值在 2.5-5 ng g
-1

(乾重)，而甲基汞則在 0.7-1.5 ng 

g
-1

(乾重)之間。Zhang (2010a)等人的研究也發現，在貴州地區除了鄰近礦區的稻米

總汞及甲基汞含量可高達 78 (總汞)與 9.3 (甲基汞) ng g
-1外，其他地區的稻米總汞

測值在 2.3-5.5 ng g
-1之間，甲基汞測值則在 1.6-2.2 ng g

-1之間。另一篇相關的研究

也整理出由大陸境內不同城市的控制場址內(control sites 即未臨近污染源區域)採

集分析而得的稻米甲基汞含量約在 0.7-6.85 ng g
-1之間(Rothenberg et al., 2011a)。事

實上，種植於礦區周圍的稻作，其米粒的甲基汞曾被測得高到 140 ng g
-1

 (Horvat et 

al., 2003)。 

 

表 3-2 三處稻田 sites收成之米粒中所含總汞與甲基汞的平均濃度 

 

 

 由表 3-2之數據可知總汞的測值與一般未受污染的農地所得之稻米總汞含量

相近，然而甲基汞的含量卻偏高，甚至高於總汞含量。文獻已知分析甲基汞時，

如果樣品的有機質含量偏高，將造成「人工」(artificial)的甲基汞產生。目前對於

植作內的甲基汞測定尚無一標準方法，米粒略高的甲基汞含量推測可能是因此種

「人工合成」作用所造成，然由於未有含汞或含甲基汞的稻米標準物質可供比對，

故此問題尚需更進一步釐清。即使如此，目前所測得的稻米汞含量皆低於衛生署

所定的 0.05 ppm (即 50 ng g
-1

)食米汞含量。 

 如果採用表 3-2中的稻米甲基汞含量，則每日因進食稻米而攝入的甲基汞數量

(g kg
-1

 d
-1

)可利用以下公式計算求得(Rothenberg et al., 2012b)： 

 

甲基汞每日進食率 = 稻米內甲基汞含量  每日稻米攝取量  體重-1。 

 

式中稻米甲基汞的濃度單位為g g
-1。若以一體重 60 kg且每日進食 400 g d

-1稻米

量的消費者來看，當採用數值最保守的美國環保署建議之每日攝食量 0.1 g kg
-1

 d
-1

來計算時(Rothenberg et al., 2011a)，所得的米粒甲基汞允許濃度將為 0.015 g g
-1，

亦即 15 ng g
-1。如果依此做評估，則顯示自農地 3收割而來的米粒其甲基汞含量將

高於此建議值。不過，若是將表中的總汞值完全以甲基汞來看待的話(亦即 3.73-4.41 

ng g
-1

)，此焚化爐周圍農地栽種出來的稻米則無甲基汞累積中毒的風險。由於此區

Sampling site HgT  in rice (ng/g) MeHg in rice (ng/g)

Site-1 3.73 6.78

Site-2 3.96 12.61

Site-3 4.41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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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的土壤總汞及甲基汞含量皆屬於一般認定的背景值，上述的後項分析結果現

階段來看較為合理。此外，如果由表 3-1與表 3-2的土壤與稻米汞含量合併計算，

可知甲基汞的 BAFs較高，與文獻所提相符。 

 

 

 

 

圖 3-3 稻米甲基汞含量與(A)土壤和(B)孔隙水甲基汞，以及(C)稻米總汞的相關性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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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稻米甲基汞濃度 vs.土壤甲基汞濃度」、「稻米甲基汞濃度 vs.孔隙水甲基汞

濃度」，和「稻米甲基汞濃度 vs.稻米總汞濃度」的關係示於圖 3-3後可看出，此區

域的稻米甲基汞含量與這三者的相關性不顯著，因 p 值皆大於 0.01，表示無法單

獨以土壤甲基汞濃度，孔隙水甲基汞濃度或稻米總汞濃度預測稻米甲基汞濃度。  

 

3.3 根系土壤區之地質化學參數 

 根據上述土壤與稻米的總汞及甲基汞分析結果可知，本計畫位於北投焚化爐

周圍的採樣農地其汞含量屬於一般常見的背景濃度，即使與當初預設的狀況不同，

但此資訊依然可做為未來環境變化時的基礎參考值。除了調查總汞與甲基汞的分

佈外，為了解水稻田生態系統在汞的生地化循環轉換上所扮演的角色，以進一步

探討此類農地的土壤與孔隙水環境是否具有促進甲基汞生成的潛力，計畫亦同時

進行相關的根系環境中的地質化學參數量測與分析。 

 由於甲基汞一直以來被認為主要是由硫酸鹽還原菌(Gilmour et al., 1992)、鐵環

原菌(Fleming et al., 2006)，以及甲烷生成菌(Hamelin et al., 2011)等厭氧微生物在其

細胞內行特定的生化作用將無機汞轉化而來(Choi et al., 1994; Lin et al., 2013)，因此

與這些微生物生長有關且又可以影響無機汞的生物可利用性的地質化學參數在環

境汞甲基問題上即顯得相當重要，諸如硫酸鹽(sulfate)、硫化物(sulfide)、三價鐵礦

(ferric minerals)、亞鐵(ferrous iron)、有機質(organic matter/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以及 pH等(Benoit et al., 2003)。 

 土壤與孔隙水中的鐵循環在汞的環境生地化循環上扮演著重要但極為微妙的

角色。二價汞由於對於礦物顆粒表面的吸附親和力極強，因此鐵礦的存在容易使

二價汞的生物可利用性降低，但三價鐵礦除了是環境中鐵還原菌的最終電子接受

者外，也可將硫化物氧化而增加汞沉澱物的溶解性(Slowey and Brown, 2007)，導致

鐵礦既可減弱也可提高甲基汞的生成，何者反應較為優勢需與其他微生物與地化

條件搭配一起考慮(Mitchell and Gilmour, 2008; Yu et al., 2012)。在一般的稻田土裡，

20-80%的鐵以三價鐵(氫)氧化物(即 Fe(III)-(oxyhdr)oxides)的形式存在，但此種形式

的鐵化合物在厭氧含水的環境中卻是易被(可高達 90%)還原成硫化鐵 FeS(s)或是二/

三價混合之鐵沉澱(Kirk, 2004)。文獻已指出藉由硫化鐵的沉澱而降低水溶液相中

硫化物 S(-II)的含量，可因此使得 HgS
0

(aq)在汞-硫的錯合系統中成為優勢物種。由

於此種形式的汞-硫錯合物從「被動擴散」(passive diffusion)的觀點來看，已被廣泛

認定為最易進入微生物的汞物種，因此將使得甲基汞的生成率提高(Benoit et al, 

1999; Benoit et al., 2001)。然而，當土壤或底泥中的亞鐵含量太高時，硫化鐵沉澱

顆粒對於吸附溶解二價汞的作用將提高，造成二價汞的可利用性降低而削弱汞的

甲基化速率(Mehrotra et al., 2003; Mehrotra and Sedlak, 2005; Ulrich and Sedlak,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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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各農地之根系土壤(A)總鐵與(B)亞鐵濃度隨採樣日期之變化 

 

圖 3-4與 3-5分別為計畫四個採樣農地根系土壤(圖 3-4)及其孔隙水(圖 3-5)中

的總鐵與亞鐵隨採樣日期的濃度變化。由圖形可看出在四月時因農地表面的覆水

尚未消退，故不論是根系土或是孔隙水中的鐵絕大多數是以亞鐵的形式存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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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此時系統的厭氧狀態仍極為明顯，且因孔隙水中的亞鐵濃度極高，表示此時還

原性溶解鐵的作用(reductive dissolution of iron)極為明顯，某種程度上來說，說明

此環境中的鐵還原菌極為活躍。五月之後因為表土的覆水已退，因覆水所造成的

厭氧效應也較不明顯，可從土壤中亞鐵所佔的比例下降，以及孔隙水中亞鐵濃度

的降低看出。 

 

 

 
圖 3-5 各農地之根系土壤孔隙水中(A)總鐵與(B)亞鐵濃度隨採樣日期之變化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4月25日 5月31日 7月16日 9月3日

[F
e

T
] 

(μ
M

)

 site 1  site 2  site 3  site 4(A)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4月25日 5月31日 7月16日 9月3日

[F
e

(I
I)

] 
(μ

M
)

 site 1  site 2  site 3  site 4
(B)



調查焚化爐周圍水稻田地土壤及作物受現地地質化學與微生物影響之總汞與甲基汞含量變化 

32 

 採樣期間根系土壤的 AVS (示於圖 3-6)除了 site-2在後兩次的採樣分析偏高外

(> 10 mol g
-1

)，多落在 0.3-5 mol g
-1之間，屬於一般根系土壤或底泥中常觀察到

範圍(Rothenberg et al., 2008; Rothenberg and Feng, 2012a)，但孔隙水中的硫化物濃

度(total dissolved sulfide = [H2S] + [HS
-
] + [S

2-
])只有 site-1在七月採回之樣品可被量

測到(值為 4 M)，其餘的樣品都低於偵測極限值(MDL = 0.8 M)。由於孔隙水樣

品在處理過程皆於厭氧操作箱(即一般俗稱的手套箱)內嚴謹完成，且與硫化物(即

sulfide同樣對氧氣或溶氧極為敏感的亞鐵(即 ferrous iron)在分析上全落在可量測的

範圍(圖 3-5)，顯示因實驗操作導入溶氧而造成硫化物消逝的可能性應該極低。 

 

 

圖 3-6 各農地之根系土壤 AVS濃度隨採樣日期之變化 

 

 硫的部分除了還原態的硫化物與 AVS之外，計畫亦對表水與孔隙水中的硫酸

鹽濃度也進行量測，發現其值皆低於 1 mM (最高為 0.9 mM，但多座落在 0.08-0.22 

mM之間)，為一般農地常見的硫酸鹽濃度範圍(Rothenberg and Feng, 2012a)。由於

硫酸鹽還原菌的關係，在許多生態系統中，硫酸鹽與硫化物兩者含量之間的平衡

被視為是控制系統中汞甲基化程度最關鍵的因素之一。但就如同鐵的循環一樣，

硫酸鹽的存在雖然會刺激可將汞甲基化的硫酸鹽還原菌的生長而增加甲基汞的生

成量，但當此代謝作用產生過多的硫化物時，將造成系統的化學組成往不適合被

微生物利用的汞-硫錯合的形式存在，最後導致甲基化程度的下降。此現象除了已

在許多調查中被証實外(Benoit et al., 2003)，也歸納出在現地環境中最適合汞甲基

化作用的硫酸鹽濃度多介於 10-300 M之間，而最適合的硫化物濃度約在 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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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Munthe et al., 2007)。不僅如此，偏酸的環境也被觀察有利於甲基汞的生成，

雖然真正的機制目前仍不清楚(Munthe et al., 2007)。本計畫所選四農地根部土壤的

孔隙水 pH 值恰巧分佈在 6.1-6.5 之間，再加上孔隙水中所測得的高溶解性有機碳

濃度(11.2-27.5 ppm之間；而土壤的有機質含量皆在 8-14%之間)，此四農地的環境

條件對於硫酸鹽還原菌甲基化汞的反應來說是偏向有利的。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土壤總汞濃度遠低之外，本計畫所觀測到的(1)低孔隙水

硫酸鹽/孔隙水硫化物/AVS濃度，但(2)略高之根系土壤鐵濃度的農地地質化學條件

與 Rothenberg & Feng (2012a)在貴州萬山礦區另一側的水稻田地所觀察到的雷同。

依照他們的推論，這樣的環境條件乃是由於三價鐵 Fe(III)將硫化物(sulfide)氧化成

如 polysulfide (此為硫化物與元素硫結合而成的錯合物)這般的硫中間產物後再進

一步的形成硫酸鹽而非硫化鐵(FeS)沉澱，使硫酸鹽還原作用得以延續，進而促進

農地汞甲基化的作用。 

若將測得的孔隙水甲基汞濃度與其他地化參數彼此間的相關性作圖(示於圖

3-7)，發現本計畫所選的農地根系土壤系統中，孔隙水的甲基汞含量與孔隙水的亞

鐵及硫酸鹽含量的相關性不明顯，反而與孔隙水中的無機汞含量在統計上有顯著

的相關性(p<0.01)，某種程度上顯示出農地根系土目前無機汞量仍屬低濃度。 

 

3.4 根系土壤潛在之汞甲基化微生物族群 

由於文獻指出水稻田地特有類似濕地生態系統的環境條件極適合硫酸鹽還原

菌、鐵還原菌以及甲烷生成菌這些厭氧菌的生長，因此水稻田已被視為陸地生態

環境中甲基汞生成的「熱點」(hotspots)之一。然而需注意的是，並非所有這幾類

的厭氧菌都能將汞予以甲基化，再加上長久以來對於汞甲基化微生物以何種基因

組調控甲基汞在細胞內合成的生化機制不確定，造成在缺少可信賴的「生物標記」

(biomarkers)基因做為針測工具下，有效預測某生態系統內甲基汞的生成潛力一直

以來是汞研究領域裡希望可以首先被解決的難題之一(Lin et al., 2012)。 

傳統上要判斷一生態系統內主要可將汞甲基化的微生物族群為何時，所用的

方法乃是將無機汞加入環境介質(例如土壤或底泥)培養時，除對照組不額外添加基

質外，其他實驗組別則需同時加入特定的基質，一般而言是指可當作最終電子接

受者的基質如硫酸鹽(針對硫酸鹽還原菌)、鐵礦(針對鐵環原菌)以及二氧化碳或含

甲基的小分子有機物(針對甲烷生成菌)，培養一段時間後再實驗組與對照組兩兩相

較看是否添加某特定基質的組別內所生成的甲基汞數量或速率高於對照組

(Mitchell and Gilmour, 2008; Yu et al., 2012)。除了此種「促進」(enhance)的方式外，

也可利用「抑制」(inhibit)的方式，在培養過程中加入可針對性地抑制某類微生物

代謝的化學品後(例如 molybdate 可抑制硫酸鹽還原菌進行硫酸鹽的還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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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romoethane sulfonate可抑制甲烷生成菌的生長等)，實驗組與對照組相較看何種

微生物被抑制生長後其系統的甲基汞生成量有顯著減少而決定可甲基化汞的微生

物族群(Compeau and Bartha, 1985; Fleming et al., 2006; Hamelin et al., 2011; Yu et al., 

2012)。 

 

 

 

 

圖 3-7孔隙水內甲基汞含量與(A)亞鐵，(B)硫酸鹽，及(C)無機汞的相關性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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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決定本計畫所選農地根系土壤內何種厭氧菌族群為主要的汞甲基化菌之前，

先判斷此根系土是否有硫酸鹽還原菌、鐵環原菌以及甲烷生成菌。相同克重的土

壤樣品於厭氧操作箱內分裝在盛有除了最終電子接受者不同外，其餘組成分皆相

同的培養液之血清瓶數週後(Fleming et al., 2006)，發現瓶內的礦物相明顯不同(圖

3-8)：除甲烷生成菌組瓶內的顆粒顏色與樣貌與其控制組(即所加土壤事先已用滅

菌釜處理過)相似外，添加以 10 mM硫酸鹽當作最終電子接受者的硫酸鹽還原菌組

瓶的顆粒已轉變成黑色沉澱，暗示瓶內可能含有大量的金屬硫化物沉澱；而添加

以 10 mM晶格較不成熟(即仍是 amorphous狀態)但易被微生物行胞外呼吸作用的

水鐵礦(即 ferrihydrite)當作最終電子接受者的鐵還原菌組瓶內的鐵礦礦物相，已從

原本的稍暗紅棕色的水鐵礦樣貌轉變成暗黃褐色貌，暗示原本的水鐵礦可能已被

利用而轉變成混有纖鐵礦(lepidocrocite)與針鐵礦(goethite)的礦物相，此為典型的鐵

還原菌對水鐵礦行呼吸作用後礦物相的轉變。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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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採樣區農地根系土壤經培養數週後的血清瓶內土壤顆粒礦物相的改變情形：

(A)土壤經滅菌釜處理過的對照組瓶，由左而右分別為硫酸鹽還原菌組，甲烷生成

菌組，以及鐵還原菌組；(B)甲烷生成菌實驗組瓶樣貌；(C)硫酸鹽還原菌實驗組瓶

樣貌；(D)鐵還原菌實驗組瓶樣貌。 

 

除了土壤礦物顆粒改變外，所有實驗組瓶稍作搖晃後都可觀察到有氣泡自瓶

底土壤往上射出至水面。這些觀察皆顯示實驗組血清瓶內正進行某些生物轉化作

用。事實上，將瓶內液體抽出過濾後或瓶內上部氣體抽出後量測也發現瓶中與最

終電子接受者相對應的參數濃度的改變(圖 3-9)：硫酸鹽還原菌組產生平均濃度介

於5-13 mM之間的硫化物；鐵還原菌組產生平均濃度介於0.8-3.3 mM之間的亞鐵；

甲烷生成菌組雖受限於儀器的靈敏度，但仍可偵測到甲烷的存在。而控制(對照)

組的這些參數則均低於偵測極限。這些觀察結果均顯示各實驗瓶內相對應的微生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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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存在。 

 

 

 

圖 3-9 採樣區各地農地根系土壤經培養數週後(A)硫酸鹽還原菌組瓶內液體之硫化

物濃度及(B)鐵還原菌組瓶內液體之亞鐵濃度。 

 

在確定根系土內含有這些可能將汞甲基化的微生物族群存在後，開始添加 10 

g L
-1高濃度的無機汞 Hg(Cl)2進行甲基化實驗，此時的電子接受者濃度則調整成

與土壤或孔隙水樣品實測值相當的 1 mM 硫酸鹽於硫酸鹽還原菌組，10 mM 的

fumarate濃度於鐵還原菌組，甲烷生成菌則提供含有20%-80% CO2-N2的混和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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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8C下靜置培養一週後分析培養液的甲基汞濃度，數據如表 3-3所示。由表中

(2或 3重複組之平均值)結果可知，從四農地取得之土壤所培養的硫酸鹽還原菌組

皆呈現顯著地甲基汞生成；甲烷生成菌組當中，除了 site-2所測得的值與控制組相

近外，其餘 site-1 & 3 & 4所得之甲基汞濃度均顯著增加；而所有鐵還原菌組分析

所得之數據則與控制組相差無幾。 

 

表 3-3 四農地根系土壤分別添加不同最終電子接受者及無機汞共培養一週後的甲

基汞生成濃度(ng L
-1

)。控制組為已滅過菌之土壤。 

 

 

縮模實驗的結果明確的顯示焚化爐周圍稻田根系土壤中主要進行汞甲基化作

用的微生物族群為硫酸鹽還原菌，再者為甲烷生成菌，而鐵還原菌可能由於前期

添加固相鐵礦作為電子接受者而使得加入系統中的無機汞吸附於鐵礦使其生物可

利用性降低而造成甲基汞的效應不明顯。一般而言，污染物於土壤溶液中(多指孔

隙水環境)的 Kd值可概括代表此污染物在不考慮其水溶液相的化學物種組成下(即

chemical speciation)，於此環境的生物可利用性為何。利用四農地根系土壤與孔隙

水所測得的總汞濃度計算 LogKd後，發現四處的差異不大，site-1至 site-4分別為

4.37、4.52、4.77以及 4.64 (與一般文獻中所記載的總汞 Kd值相似)，如再考慮四

處的其他地化條件，代表存在於四處土壤的現地微生物可接觸到汞的機率相近，

也可得知四農地根系土中汞甲基化作用的程度最終還是取決於可被生物利用的汞

量(目前的狀態顯示為低汞濃度)，以及真正可將汞甲基化的族群數量與活性(此部

分目前可看出主要為硫酸鹽還原菌的族群)。 

不過，需額外提及的是，可用來監測汞甲基化作用的生物標記問題的解決之

道在今年已有所進展，因為負責將汞甲基化的基因(即 hgcA與 hgcB)已被橡樹嶺國

家實驗室的研究團隊在經歷六年的努力後鑑定出來(Parks et al., 2013)，且後續的研

究證實以這些基因做為基礎設計出的生物探針是可以被高度值得信賴的工具

(Gilmour et al., 2013; Yu et al., 2013)。往後的研究在決定何者為主要的汞甲基化族

群上，可利用此分生工具做更為快速且可信賴的篩選調查。 

 

Soil source Methanogenic Group Iron-reducing Group Sulfate-reducing Group

Site-1 4890.04 126.17 10352.20

Site-2 147.15 128.36 5699.46

Site- 3 1591.83 119.40 9074.03

Site-4 986.36 99.89 4944.47

Control 146.9 157.71 1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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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甲基汞化學組成對稻作攝取甲基汞之影響植栽試驗 

 目前所知可影響稻米中甲基汞累積量的因素除了有可能因為不同稻種而有所

差異外(Rothenberg et al., 2012b)，根系土壤環境中的生地化條件是否會促進無機汞

的生物可利用性以及具有將汞甲基化能力的微生物數量和活性為何，尚需考慮何

種形態的甲基汞最容易進入植物體最後累積於米粒中(Zhang et al., 2010b)。然後項

因素目前為止在文獻上的記載與探討仍然缺乏。為了進一步了解此項機制，本計

畫亦進行稻作的水耕植栽試驗，希望藉由改變植種液體中甲基汞的化學組成而探

究何種甲基汞錯合物較易被稻作的根部吸收。 

 雖然文獻上尚缺植物體對於甲基汞的吸收機制，但目前已知與無機汞相比，

稻作根部較缺乏對於甲基汞的防範機制，故甲基汞主要是由根部進入稻作植物體

中，而非地上植物體部位(Meng et al., 2011)，因此根系土壤的孔隙水化學在稻作吸

收甲基汞的作用上是相對關鍵的因素之一。事實上，不同於無機汞，甲基汞對於

土壤顆粒的吸附作用較不明顯，所以甲基汞在環境的移動性較無機汞為高。若由

本計畫採樣分析所得的數據計算甲基汞在根系環境的 Kd值，也可呼應此項觀點，

因甲基汞 LogKd值範圍介於 2.51-2.94 之間(此範圍與文獻記載相近)，而無機汞的

LogKd值範圍落在 4.37-4.77。Kd值越大代表此化學物質越易傾向停留在固相介質

而非水相介質。此外，Ndu 等人利用基因工程而建構出可偵測多少甲基汞進入細

胞內的「微生物探針」(a mer-lux bioreporter)的研究結果指出，與無機汞進入微生

物細胞的機制一樣，甲基汞在細胞外的化學組成將造成其是否容易被細胞攝入的

因素，且(1)甲基汞與氯離子如能形成中性不帶電的錯合物，越易因「被動擴散」

(passive diffusion)機制而進入微生物細胞(此與無機汞的作用相同)；(2)腐植酸的存

在整體而言降低甲基汞的生物可利用性；(3)小分子的含硫有機物中(主要是氨基酸

類)，只有 cysteine 與甲基汞所形成的錯合物容易被細胞吸收，其餘的像是

methionine、leucine以及 glutathione對於甲基汞的生物可利用性無任何顯著的影響

(Ndu et al., 2012)。為此，本計畫的稻作植栽試驗即根據 Ndu等人的結果進行實驗

設計，因土壤栽種不易操作孔隙水中的甲基汞化學組成，且因土壤屬不均質系統

較難完全控制，故採水耕方式進行。 

 在添加不同濃度之不同無機(氯離子)與有機(腐植酸與小分子有機硫)配位基化

合物，及添加 1  g L
-1的甲基汞於稻作培養液並讓稻米直接從中發芽生長兩週半後

(圖 3-10)，將稻作收成、乾燥、研磨並分析此時稻作植物體的甲基汞含量。由於文

獻已記載稻作從根部吸收甲基汞後，雖然初期甲基汞會停留在植物體的不同部位

如根、莖、葉等，但當稻作開始結穗時，幾乎稻作植物體內不同部位的甲基汞皆

會轉移並累積在穀粒中(Zhang et al., 2010b; Meng et al., 2012)。由此可知，即使兩

週半的生長期稻作尚未結穗，但分析此時植物體內的甲基汞量仍可評估後續甲基

汞累積於米粒的程度，也藉此推估何種化學形式的甲基汞最易進入稻作體中。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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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不確定性在於如果是有機硫與甲基汞的錯合物最易被稻作吸收的話，稻作吸

收甲基汞的程度是否因不同生長階段而有所不同，因為 Ndu等人(2012)發現此形態

的甲基汞是以「主動運輸」(active transport)的方式進入微生物細胞，並非以「被動

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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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稻作植栽試驗不同時間的稻作生長情形。由上而下為稻作生長期漸長之順

序，最下端則為不同條件的植栽試驗試管配置。 

 

此部分的試驗結果如圖 3-11所示。圖中的 control為只讓稻作水耕栽種於添加

相同濃度的甲基汞培養液而不再額外添加有機或無機可與甲基汞錯合的配位基。

需說明的是，此為初步的試驗結果，在不考慮稻作於生長期間對於營養液是否會

有不同的吸收速率情況下，由圖中可看出氯離子所造成的稻作對甲基汞的攝取趨

勢與Ndu等人觀察到的微生物細胞攝取甲基汞的趨勢一致，亦即氯離子濃度越高，

甲基汞進入細胞的速率與數量也越高，符合「被動擴散」的理論(Ndu et al., 2012)。

有機配位基的部分則與 Ndu 等人利用微生物細胞系統所觀察到的差異極大。若單

純只就此試驗結果來看，首先，高濃度的腐質酸對於稻作的甲基汞吸收有抑制效

果(此與Ndu等人觀察相同)，但低濃度的腐質酸卻造成極佳的甲基汞吸收(此與Ndu

等人觀察不同)；cysteine的添加雖然高濃度 cycteine組的甲基汞吸收量下降，但總

的來說，不論其濃度高低，對於稻作吸收甲基汞皆無任何助益(此與 Ndu等人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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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leucine、methionine 以及 glutathione 的添加有助於稻作吸收甲基汞，但高

濃度的 glutathione最後反而抑制稻作吸收甲基汞。 

由於這些算是極為初期的試驗結果，所觀察到的現象或許與根部細胞的「主

動運輸」機制有所關聯，其真正所代表的意義與背後的機制尚有待進一步的釐清

與探討，但整體而言，初步還是可以看出甲基汞在其水環境中的化學組成可能影

響其進入稻作的速率與最後累積於稻作的數量。甲基汞的水化學效應值得深入研

究。 

 

 

圖 3-11 添加不同濃度不同配位基(ligands)下的稻作植栽試驗(2週半)累積於植物

體內的甲基汞濃度。 

 

3.6 章節摘要 

本章節記錄並討論採樣分析及縮模試驗與植栽試驗的結果。稻作及根系土壤

與其孔隙水的總汞和甲基汞的濃度分析結果指出，北投焚化爐周圍水稻田的土壤

及孔隙水，以及栽種在此區農地收割而得的稻米，其內的總汞與甲基汞含量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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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環境或農地的背景值相近，皆無超過法規所定的環境與食米標準，除顯示此

區未受汞污染外，也間接代表焚化爐內運轉的空污防治措施可有效管控汞的排放，

因其所排出之煙道氣體並未造成此區農地顯著的汞累積。根據現地地質化學與微

生物族群的分析可知：(1)孔隙水中的甲基汞與無機汞濃度呈現顯著正相關，(2)硫

與鐵的循環所造成的孔隙水化學造成此根系環境中無機汞的生物有效性偏高，(3)

硫酸鹽還原菌極有可能是此區域最主要的汞甲基化微生物族群，而這些因素加總

起來某種程度上暗示，若此區的總汞濃度增加，其根系土壤環境仍有可能具有促

進甲基汞生成與累積的潛力。藉由不同形式的配位基的添加而改變甲基汞的孔隙

水化學組成，將會造成稻作不同程度的甲基汞攝取與累積量，然此部分的機制原

理仍需進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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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本研究選擇北投焚化廠周圍的水稻田進行採樣分析，分析的項目除總汞與甲

基汞外，也涵蓋可能影響無機汞現地生物可得性的地化參數。分析結果指出焚化

爐周圍的水稻田土壤與孔隙水，及栽種於此區的稻米，其內的總汞與甲基汞含量

皆無超過環境與食米標準，顯示此區除未受汞污染外，也顯示焚化爐的空污防治

可有效管控汞排放。現地地質化學與微生物族群的分析則暗示若此區的總汞濃度

增加，其根系土壤可能具有生成與累積甲基汞的潛力，且主要的汞甲基化菌群為

硫酸鹽還原菌。最後，植栽試驗顯示改變孔隙水的甲基汞化學組成，將造成稻作

不同程度的甲基汞攝取與累積。由於各地水稻田的現地地化與微生物條件皆有其

獨特性，故計畫所得之結果雖不見得可以廣泛且立即的套用在國內其他焚化爐周

圍的農地，但本計畫針對微量元素的生地化循環上所用的調查方法可適用於其他

地區。不僅如此，如其他地區的焚化爐運轉嚴格遵守法規標準，本計畫的調查結

果或可代表其他地區的農地與稻作間的汞循環與累積之狀況。 

 

4.2 後續工作項目建議 

 根據本研究最後所得之結果可歸納出下列幾項建議： 

1. 針對此區水稻田農地於汞的生地化循環轉換上的分析可知，其根系土壤具有高

潛勢的汞甲基化能力，故焚化爐所設之空污控制設備運轉的良善與否雖為關鍵

之一，但以目前的狀態來看，更為重要的應是注意灌溉水中的汞含量，此部分

或有監測的必要。 

2. 負責微生物甲基化汞的基因組已被鑑定並驗證出為值得信任的生物標記工具，

故往後如能將此工具應用在調查工作上，對於判別特定生態系統內甲基汞的生

成潛勢上將更具時效性。 

3. 根據實驗觀察可知孔隙水中的甲基汞錯和作用可影響稻作吸收甲基汞的程度，

其機制除具「被動擴散」的可能性外，根部對於小分子胺基酸的「主動運輸」

機制似乎更為重要。若是如此，針對孔隙水中的小分子有機物的定性與定量或

許將能更明確的預測與掌握甲基汞於稻作的累積程度。此部分的研究需更進一

步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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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章節摘要 

本章節總結本研究觀察分析所得，並對後續相關研究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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